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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讲（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７日晚间举行，题为《莫斯论文明———兼及其对中国研究的启发》）准备
的。感谢渠敬东教授的邀请、周飞舟教授的主持及李猛教授的评议。本文所用主要素材是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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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３０年间，马塞尔·莫斯（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将文明重新界定

为介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物质、制度、精神实体及它们的道德生境。本文系

统考察了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的由来、学术和现实政治针对性以及对

当下社会科学革新的意义。文章指出，这一构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集

中表达。在此期间，有宗教和科学双重基础的西方理性主义文明论与１９世

纪末出现的极端国族主义文化论，时而相互对立，时而相互结合，给欧洲乃至

整个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心灵穿梭在共同体之间，莫斯

对流动在疆界之间的文明现象给予了关注，对这些现象及其形式和区域分布

之研究做了人文科学的总体展望。莫斯的相关设想在当下仍具有高度的现

实针对性。鉴于社会科学（包括美式区域研究）长期受制于国族与世界对分

格局，莫斯对社会存在之“中间领域”（“诸文明”）的论述将持续起到“思想解

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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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科学中，“文明”这个词与“国族”和“世界”概念交杂出现，在
大多数用法中，“文明”被当作只有附着于后两者之一才能产生意义的
符号，若不是指那些生活在国族实体中的人们引以为傲的物质、社会、
精神成就，便是指引导着人类之共同进步成长的“命运”。

在人文学科中，“文明”的独立概念身份有时被承认，其指代的复杂
现象得到较多论述；相比之下，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文明现象得到的
关注则不多。社会科学家更注重研究“事实”，为了研究“事实”，他们假
定，“人类生活必需要通过一组空间结构来加以组织，而这些空间结构
便是共同界定世界政治地图的主权领土”（华勒斯坦等，１９９７：２８）。文
明不是这样的结构，因而不能成为合适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单元。社会
科学诸学科形成于国族主义的全盛时代，在这个时代，欧洲最终确立了
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宰地位，社会科学担负起为国族服务与证实西方
文明优势的双重使命。为此，它们不仅必须务实，必须迎合部门化国家
的职能运行需要，而且还必须科学，从而论证欧洲文明有引领人类未来
的作用。为了发挥后一种作用，社会科学以普遍主义为方式超越国族，
将来自哲学、生物学、物理学等领域的原理，加诸从研究中得来的“资
料”之上，将富有地方特殊性的“事实”当作以欧洲为中心的“大历史”
（规律）的“证据”。２０世纪下半叶，这种“大历史”遭到批判（如福柯，

２００１）。然而，对“大历史”的批判，依赖于将“大历史”负面化（即揭示
“大历史”压抑其他历史的作用），而这种负面化不仅没有消解世界（或
全球）概念的支配性，反而促使它的“存在感”日渐升高。

具有国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双重性格的社会科学，难以想象在疆界
明晰的民族国家与一元化的世界之外还有哪些系统和过程值得研究。
但例外并非没有。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１９８７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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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史学论著《文明史纲》（布罗代尔，２００３）及美国区域战略研究家亨
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部分受布氏启发而于１９９６年出版的国
际政治学论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１９９８），便堪称
此类例外之代表。不过，这两部著作都以“世界”为旨趣，论述文明不过
是为了理解“世界”。前者侧重从诸文明的区域性扩张塑造世界史的总
体形象，而且，并不以文明为普遍存在的、社会与世界之间的实体，认为
确认文明的首要标准是城市；后者侧重从世界秩序重建之可能分析世
界性“无政府主义状态”的文明根源，其意义上的文明有着接近于国族
的暴力内容，而如亨廷顿本人声明的，其文明论述并不带有社会科学的
整体关怀。

存在经国族观念形态过滤的文明概念，这些为不同国族否定其他
社会共同体的文明成就提供了“理由”；也存在经世界观念形态过滤的
文明概念，这些则为某些以“文明使者”自居的国家“引领”或“覆盖”其
他社会共同体的“文化”贡献了思路和手段。

对文明概念与国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关系避而不谈的学科，依
据社会科学与国族、与世界的对分格局（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反复制造着它们
的解释和理论主张。在这些解释和理论主张中，文明万变不离其宗，在
复数的情形下，指国族文化，在单数的情形下，指发源地和中心都位于
西方的“世界社会”。与此有别，竭力守护“科学良知”的学科，对国族主
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深怀戒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它们对这
些观念及其帮助促成的实体加以严厉批判。不过，这些学科的专家因
带有对文明概念的不光彩历史的深刻记忆，多半一谈文明而色变。但
回避并不是办法，它使作为“虚体”的文明以新的变相重新臣服于国族
与世界这两个“权力集装箱”了。

以人类学为例，就其一般情形而论，一百年前，这门学科尚与社会
学等学科一道，致力于用文明照亮“蒙昧”、“野蛮”、“半文明”在物质文
化、社会结构和知识领域上的“黑暗”；在过去一百年来，它转而从不同
角度揭露自身所处文明的“不文明性”。否定己身文明并没有让人类学
家承认其他“文化”为文明；相反，无论是从他者反观自我，还是从自我
进入他者，绝大多数人类学家对“文明”一词拒之于千里之外。结果是，
人类学家书写的文本，内容和风格变幻无穷，但人类学家赖以区分欧洲
文明与没有文明的“他者”的传统没有得到改变。人类学家要么以民族

·４·

社会·２０１８·４



志为手法对一切社会共同体加以国族式的界定（在这一界定下，再原始
的共同体也会被想象为与国族一般地“主权化”），要么反之，以历史和
比较为方法，将这些共同体视作一体化中的世界之“地方性组成部分”。

作为同时指向国族化（近期往往被定义为“现代化”）和世界化（近
期往往被定义为“全球化”）的一把双刃剑，人类学（特别是西方人类学）
不断在“没有文明（未开化）的民族”中复制着国族意象和世界图式。

一个实例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门学科内部的一场争论。经过战后
数十年的沉寂，内在于美国文化人类学的争鸣重新喧嚣起来，两位亦敌
亦友的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ｈｌｉｎｓ）和沃尔夫（Ｅｒｉｃ　Ｗｏｌｆ）
站在“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两个阵营前，共同发动了一场“思想战
争”。二者共享一种信念，即，近代以来的自我与他者关系应作为人类
学的核心论题得到充分讨论，但正是由于有这个共同信念，二者在立场
上相互背离了。萨氏奋力深入“土著宇宙论”占主导地位的人文世界，
认为其有力量持续将西方文明纳入己身体系；沃氏受资本主义、年鉴派
史学、世界体系理论等的影响，雄心勃勃，令人类学回归“家园”，将之重
新界定为一种世界史，并以之为方法，考察古代多区域的世界在近代转
变为单一化的“世界性阶级制度”的历程。无论是萨林斯还是沃尔夫，
都生活和工作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超国族”联邦体制下，他们也都致
力于研究超文化、超民族、超社会的过程。然而，前者志在维持文化分
立格局，故而将这些过程形容为“跨文化政治”（萨林斯，２００９），后者志
在证实来自西方的“世界体系”有化多元文化为一体的政治经济力量，
故而将这些过程纳入既已成为历史的“旧世界政治地理”中叙述（沃尔
夫，２００６：３３－８２）。

萨林斯—沃尔夫之争爆发于社会科学学科建立一百多年之后，必
定因受之前产生过的相关思想（如传播主义、马克思主义及结构主义）
之启迪而能触及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第三类现象”（如萨林斯的“跨文化
政治”和沃尔夫的“旧世界的政治地理”这些约等于“文明”的系统）。然
而，与人类学之外其他理论主张的对立一样，争论双方为了使各自观点
更“理论化”而降低了其分别看到的“第三类现象”在其理论系统中本该
有的地位。

此类问题的重复出现与一个事实相关：作为西方的“局内人”，争论
双方都谙熟其所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诸传统，也都凭借着他们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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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选择展开研究和讨论。但是，各自忙着适应社会科学“习惯法”
中的一般游戏规则，他们要么赋予这些传统以可被其他人接受的“注
疏”，要么搁置其中那些不适应时代的内容，而无论他们如何做，结果只
有一个———二者都与其社会科学同代人一样，没有把两次世界大战之
间在极端国家主义制造的危机下提出的文明论述放在自己的叙述框
架内。

第一次世界大战（下文简称“一战”）前夕，若干不同于自由乐观主
义文明论的图景早已出现。乱世使人们的思想更为深刻。随着战争的
爆发，这些图景的轮廓也更加清晰起来。一代学者通过艰难的努力向
人们指出，得到重新界定的文明，有可能为研究者开辟一个新的知识和
思想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文科学———在这里，“人文科学”主要指有
别于社会科学分析主义的整体主义“人类学”———可以与国族化、世界
化的“理论”保持距离，获得自身的品格。

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２０世纪初设计和实
施、一战后加以拓展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实为这一领域的重要成就。一
战后，不少德国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依旧接续传统，以德式文化概念排
斥法式“文明”概念（布罗代尔，２００３：２５），视后者为与价值和理想无关
的实用性技术知识。以“经济的国族主义者”自称的马克斯·韦伯却别
出心裁，将文化与文明加以概念融合，用以考察历史比国族和世界体系
更为久远的宗教文明，包括新教、儒教、道教、印度教、佛教、古犹太教等
（韦伯，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ａ，２００５ｂ，２００７ａ，２００７ｂ）。为了廓清近代西方的文明
特征，韦伯必须建立“类型”，这些“类型”有其边界，但作为有悠久历史
的“传统”，它们并不与国族疆界重叠。韦伯用“文明”来形容这些宗教，
并深刻指出，这些宗教并不是“民族文化”，作为“世界宗教”，它们的地
理分布范围远远超出“民族”的地理范围；作为“类型”，其内涵虽与“资
本主义精神”形成鲜明反差，却可谓是不同的“理性”。

与韦伯同时，现代社会学的另一个支柱爱弥儿·涂尔干（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开始了其对作为超社会“道德环境”（ｍｏｒａｌ　ｍｉｌｉｅｕ）的研
究。这些研究先是与韦伯一样指向宗教，接着，部分转向国家的社会学
界定。在集权国家（当时的德国）凌驾于社会之上而危及个人及邻国的
状况下，涂尔干努力重建社会的优先地位。涂尔干（２００６：６０）相信，社
会若是能“最大限度地为其成员创造一种更高水准的道德生活”，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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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便可能在国家道德与人类道德的宽阔鸿沟间搭上一座沟通的桥梁。
出于这一信念，涂尔干不断拓展他领导的社会学年鉴派的概念和学科
边界，最终在介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诸领域内重新发现了有益于协调
“爱国”与“博爱”的历史文明。

涂尔干的外甥兼学术传人马塞尔·莫斯（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则早已通
过广泛接触和融通欧洲东方学（梵文）和民族学的学术积淀，对这类历
史文明的研究做了充分的知识和思想准备。

莫斯比韦伯更早关注到作为文明类型的宗教。１９世纪末期，莫斯
负责《社会学年鉴》中关于宗教社会学的部分，１９０１年他成为宗教史教
授，之后更集中地述评了大量相关文献。莫斯述及的文献与韦伯涉及
的一样丰富而丰厚，主题也与之有着大量相通之处（Ｍａｕｓｓ，１９７４）。不
过，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个重要区别：韦伯（Ｗｅｂｅｒ，２０１３）将关注点更
集中地放在欧亚大陆及周边的诸文明中心，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埃
及、以色列、希腊、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的“农业文明”，而莫斯则在关注
欧亚大陆世界宗教之同时，将宗教文明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了原始部落。
他还基于古典人类学式的普遍主义重新定义了“文明”，从这个概念入
手，对社会学自身展开了历史和地理的“换位思考”。

韦伯社会学中的文明是由浩繁的宗教史著述堆起来的，在缺乏明确
的概念身份之同时却富有实质内容；与之不同，莫斯的文明，则是在言简
意赅的定义下出现的，它没有厚重的论著支撑，但价值却不可低估。

莫斯和涂尔干１９１３年合作发表的《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原文
刊于《社会学年鉴》１９１３年第１３卷，见涂尔干、莫斯，２０１０），梳理了分
布广泛的“文明现象”。该文对法兰西启蒙社会思想传统中的“人性世
界化”主张（特别是孔德的主张）和自身建立的国族中心的社会学展开
了双重反思，进而展望了一种置身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社会科学（特别
是社会学和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这种社会科学既与西方启蒙人性
论的“世界化”保持着距离，又重视认知国族之上的更大社会系统。涂
尔干和莫斯指出，这些系统可以用“文明”来定义，而文明既内在于物质
生活，又形成自身的道德境界，成为群体与群体、社会与社会、国族与国
族在物质和精神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关系及关系伦理（即作为超社会之
道德生境的文明）。

在涂尔干和莫斯的重新界定下，文明成为一种空间分布范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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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多个社会的“社会”，它们具有“超社会”属性，但却是多样的，不等
于“世界社会”。

涂尔干辞世后，莫斯对个人之间和不同级序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
关系和关系伦理展开了更为系统的研究。他于１９２０年写下《国族》一
文（原文刊于《社会学年鉴》第三系列１９５３年第３卷，见莫斯，２０１０ａ），
又于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发表《诸文明：其要素与形式》（原文刊于国际综合科
学基金会中心编、巴黎文艺复兴出版社１９３０年版《文明、语词和思想》，
见莫斯，２０１０ｂ）一文，在两篇文章中直接切入作为国族与世界之间的
“中间状态”的文明这一命题。在这两篇文章里，莫斯更为系统地阐发
了他与涂尔干合作的《札记》所陈述的主张，通过对总体人文科学的综
合构思，拓展了社会学年鉴派的视野，为文明的特质、形式和区域分布
之研究做了有具体设想和现实意义的展望。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出现众多文明论述（Ｋｕｐｅｒ，１９９９：２３－
４６）。在这些论述中，社会学年鉴派（特别是莫斯）在一战前后提出的看
法长期遭到忽视，却显然有着突出重要性。如卡森迪（Ｂｏｒｎｏ　Ｋａｒｓｅｎｔｉ）
指出的，“法国涂尔干式科学社会学的基础，并不真的是某一不模糊的
理论的确然建树，它不是被宗教崇拜般地应用着的信仰。涂尔干式社
会学关切是，如何构思出问题意识，如何为一组问题的澄清开拓出一个
概念空间，使之成为综合研究领域，以便社会的客体化能成为一个不断
更新的课题，而不是被确然规定为某种信念”（Ｋａｒｓｅｎｔｉ，１９９８：７１）。莫
斯对文明的论述是社会学年鉴派经《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

１９９９）这一转向进入关系社会学和比较民族学这一“二次转向”的首要
途径。通过“二次转向”，社会学年鉴派逐渐使得与国族藕断丝连的“家
园式社会”获得某种国际主义性格，同时，使之保持着与世界主义之间
的差异。莫斯将文明实体化，在国族与世界之外识别出了一个有深远
历史脉络的新领域，通过界定“超社会”文明现象，他重新界定了人文科
学研究单元的边界，为我们消解国族—世界二元对立观对社会科学研
究的持续影响做出了先驱性贡献。

在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４５年间，西方世界“所宣称的道德进步的真相仿佛
被戳穿了”（华勒斯坦等，１９９７：５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莫斯集中关注
了文明现象。随着二战的结束，“西方世界又重新鼓起了勇气”，乱世期
间由刻骨铭心的悲剧生发出来的富有良知的思想很快被淡忘。莫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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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不是例外。他的许多著作是在战后被广为传播的，但被征引的却
不是其有关文明的论述，而主要还是那些相比之下更为符合社会科学
的国族与世界图景的作品。在英文学术界，直到２１世纪到来之后，他
关于文明的著述才慢慢得到一些学界同仁的关注（如Ｓｃｈｌａｎｇｅｒ，２００６；

Ｗｅｎｇｒｏｗ，２０１０）。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我多次返回莫斯论著，在这些论著中领略了

“超社会体系”研究的前景（王铭铭，２０１５）。在涂尔干逝世百年之际，我
曾撰专文读解涂尔干和莫斯《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在详述莫斯原
作内容的基础上，将之与相近时期出现于中国思想界的相关思考相联
想和比较（Ｗａｎｇ，２０１７）。１在本文中，为了考察莫斯之文明论述对于社
会科学“改革”的总体意义，我将从莫斯的学术人生入手，更为系统地考
察这位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家（莫斯更常称之为“民族学家”）的文明图
景。对莫斯和涂尔干所合写的《札记》的既有分析为本文做了铺垫，但
在此，我将从这个入口处进入莫斯文明论述的其他两个文本之中，由内
而外地复原其形象。莫斯的文明人文科学，担当着学术和现实的双重
使命，既是对文明研究的构想，又是对有深远历史的文明的前景的展
望。我深信，在莫斯学术人生的背景下考察他的文明论述，既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理解这些论述与莫斯所处的时代的关系，又有助于我们在把
握这些有时代印记的论述与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关联基础上，展望社会
科学超越国族意象与世界图式之限制的未来。

１．必须指出，在东西方之间做这样的跨越有助于互惠地理解双方。

“文明”一词的词源可以追溯到拉丁文ｃｉｖｉｌｉｓ（公民的、市民的）和

ｃｉｖｉｓ（公民、市民），在启蒙思想中常被用来指进步，此后，在法国、德国、
英国获得不同含义，其中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用精神文化反衬物质文
明的做法，给文明一词平添了难以清除的贬义色彩。无疑，若要充分领
悟这个词汇，就要对创造和重新创造它的诸社会进行历史研究。已有
不少学者在从事这方面工作（埃利亚斯，２０１３；威廉斯，２００５；Ｓｔｏｃｋｉｎｇ，

１９８７），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在富有启发的同时，也广泛存在社会史本质
化、概念虚无化的倾向。这易于带给我们一种误解，使我们以为概念自
身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内容被清空的概念所标志的社会史时代性。
接受埃利亚斯（Ｎｏｒｂｅｒｔ　Ｅｌｉａｓ）的看法（Ｅｌｉａｓ，１９９４），我相信，既然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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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这样的概念有其社会史基础，它便不妨被继续沿用，作为有历史
事实相关性的“符号”来理解。接触社会学年鉴派的文明论述使我意识
到，“文明”一词承受着欧洲近代史的深重历史负担，作为“能指”，有着
相当大的随意性，因而，当莫斯用它来形容他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到的相
关现象之时，他的学术若不是因为“敏感”而被忽略不计，便极易引起争
议。不过，倘若我们关注的正是莫斯所揭示的现象本身，而非单纯的观
念史，那么，这类争议便可以暂时搁置了。

一、马塞尔·莫斯

莫斯逝世后，他的代表作被汇编成《社会学与人类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ｅ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一书于当年出版（Ｍａｕｓｓ，１９５０）。这本书囊括了莫斯所
著结构相对完整的论文，涉及巫术、古式社会中的交换、心理学与社会
学的结合、死亡观念、人的概念、身体技术、社会形态学等领域。著名人
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应邀为此书撰
写了长篇导读（见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８７）。列氏既称颂莫斯在社会学和人
类学领域的建树，也批评了莫斯过度着迷于“土著观念”。他认为，包括
神话、巫术和宗教在内的“表象”，都是被研究民族的“有意识模式”，不
能作为科学认识方法加以运用，而有待有能力把握“无意识模式”的外
来学者加以解析。最后，列维—斯特劳斯微妙地用语言学式心灵结构
观点替换了莫斯有关交换价值的社会学主张（古德利尔，１９９６）。

列氏行文中提到莫斯的许多作品，但对其文明著述却几乎只字未
提。莫斯所著《国族》一文，直到他过世后几年（１９５３年）才整理发表，而
他与涂尔干合写的《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和《诸文明：其要素与形式》
虽早已发表，但前一篇篇幅很小，作为札记，并不符合学术论著的一般规
范，后一篇仅是作为附录出现在会议论文集里，更像是某种长篇附注。

列氏没有提到这些有情可原。写作一篇导读，不等于编纂一部年
谱，只需选择人物著述中那些相对完整的原创之作加以评介即可，而莫
斯的三篇文明著述都属于述评性质，并不符合这个标准。

２．列维—斯特劳斯向来将文明与权力支配相联系，并因此对欧亚大陆所有文明采取负面看
法。他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原始文化”的研究，并致力于从这些研究中提出有助于（转下页）

不过，在我看来，这一具有排他性的选择所导致的遗憾却极其严
重。２莫斯一生持续关注文明这一论题，而他所写的三篇相关文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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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重大，也是我们理解莫斯思想的重要线索。以其最著名的《礼物》
为例，此论著发表于１９２５年，时间正好在《国族》与《诸文明》发表的年
份之间，可谓是在这两篇文章的问题意识之下写就的。

莫斯文明图景的基本轮廓早已形成。１９０１年莫斯就任法国高等
研究实践学院讲座教授，这个教职是为“未开化［不文明］民族的宗教之
历史研究”而设的。在就职演讲里，莫斯挑战了这个概念，他说：

不存在未开化民族，只存在来自不同文明的民族。所谓
“自然”人的假设已确然被否定……（Ｆｏｕｒｎｉｅｒ，１９９４：９０）
这句话虽短，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从其从学之日起，莫斯便

反感１９世纪西方学界广泛流传的“野蛮”与“文明”之分，他不相信“未
开化民族”因“缺乏文明”而依旧生存在“自然人”状态之中。他认为，现
代人和原始人之间的差异，不过是社会规模的大小，从社会内部的复杂
性和宗教行为与思想观之，古人和今人前后相续，都是社会人，没有本
质上的区别。莫斯主张将古今“文化”都称为“文明”，这与其说是旨在
克服“文明”与“野蛮”之类概念含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因素，毋宁说是为
了表明，所谓“原始民族”一样有复杂的社会组织、礼仪制度和道德意
识。用杨堃（１９９７：１５５）的话说，“莫斯认为……原始的落后的人们与文
明的民族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他认为可以把初民的心理与文明人的心
理互相比较，初民的信仰与仪式无论怎样的奇特，都确实已包含着文明
人的理性，而他们在技术上的精巧也足以惊人”。

在社会学年鉴派，如此使用“文明”一词并不是反常的做法，在涂尔
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即时常能够遇见“原始文明”概念。但莫斯
所说的“只存在来自不同文明的民族”一语，虽稍显随意，却意味深长。
在莫斯看来，文明与社会性同时出现于人成为人的阶段中，但最早的共
同体有赖分布范围比其更广阔的文明之滋养，因而，与其说有了人就有
了社会，毋宁说有了人就有了文明。社会共同体既然来源于文明这类
分布更广的“文化”体系，那么，相对而论，文明不仅在时间上先于社会
学年鉴派曾致力于专门研究的社会，而且在空间覆盖面上也大于社会。

（接上页）“文明人”产生自我意识的看法。尽管他的科学理性观在新结构主义者那里遭到了
批判，但他对文明的批判态度却得到了长期继承（王铭铭，２０１１：２３３－２３８）。

《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一文出现在一战爆发之前不久，是莫斯
与涂尔干合作的两个少见的文本之一（另一个是《原始分类》，１９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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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参见涂尔干、莫斯，２０００）。那个阶段，莫斯除了跟随印度学家莱
维（Ｓｙｌｖａｉｎ　Ｌéｖｉ）学习梵文和宗教史，也从舅舅（母亲的弟弟）涂尔干学
习哲学和社会学。年轻的莫斯已博览群书，学有所成（１８９６年，他到巴
黎学习比较宗教与梵文，１９０１年成为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宗教史教授），
也活跃地参加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他受圣西门的影响，成为活
跃的社会主义者，提出司法社会主义主张），但他一直以学徒的身份配
合涂尔干工作。《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一文第一作者的署名虽是涂
尔干，但它很可能主要出自莫斯之手。而《国族》、《诸文明》则出现在涂
尔干逝世之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战令涂尔干丧失了儿子和众多
优秀的徒弟，他痛不欲生，于１９１７年１１月病逝。此后，莫斯成为年鉴
派的第二代领袖，他既要捍卫涂尔干的事业，使之获得抗衡种种质疑的
力量，又要引领同仁和学生，使这项事业的生命力得以绵续。为了这些
目的，莫斯必须在继承与发扬之间找到良好的平衡。《国族》与《诸文
明》两篇文章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写就的。

对于文明的关注，贯穿着莫斯学术人生的核心阶段。然而，莫斯并
没有言必文明，他的文明论述是其主题繁复的众多探索性研究的自然
结晶。

１９８３年，杜蒙（Ｌｏｕｉｓ　Ｄｕｍｏｎｔ）在其所著《论个体主义》中收录了
《马塞尔·莫斯：生成中的科学》一文（见迪［杜］蒙，２００３：１５５－１７３），３

刻画了莫斯的学术形象。杜蒙认为，莫斯的人生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
是１８９５年至１９１４年的第一个阶段，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３０年的第二个阶段，
以及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５０年的第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莫斯是作为涂
尔干的助手；第二个阶段，他作为涂尔干事业的继承人继续工作，也发
表了自己的观点；在第三个阶段，他的心思摇摆在涂尔干的号召和自己
独创的事业之间（相近的分期又见Ｈａｒｔ，２００７）。

３．１９９４年，卡森迪（Ｂｒｕｎｏ　Ｋａｒｓｅｎｔｉ）和福尼耶（Ｍａｒｃｅｌ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同时出版了两部有关莫斯的著
作，分别考察了莫斯的学术观念（Ｋａｒｓｅｎｔｉ，１９９４）和人生历程（Ｆｏｕｒｎｉｅｒ，１９９４），为我们全面理
解莫斯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莫斯人生的第一个阶段，他的舅舅兼导师涂尔干在回应亚当·
斯密、斯宾塞的经济个体主义中创立了“社会学主义”，他比较了原始机
械团结（人人相同）与现代有机团结，提出在社会断裂时代以世俗伦理
取代宗教的主张。莫斯在涂尔干团队里负责宗教社会学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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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协助涂尔干整理素材之外，还著述了《论祈祷》（直至１９０９年才完
成１２０页，参见莫斯，２０１３）、《献祭：其性质与作用》（与于贝尔［Ｈｅｎｒｉ
Ｈｕｂｅｒｔ］合著，１８９８年发表，参见莫斯、于贝尔，２００７：１７１－２９３）、《巫术
的一般理论》（与于贝尔合著，１９０４年发表，参见莫斯、于贝尔，２００７：３
－１７０）、《论爱斯基摩人社会的季节性变化：社会形态学研究》（与学生
伯夏［Ｈｅｎｒｉ　Ｂｅｕｃｈａｔ］合著，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发表，参见莫斯、伯夏，２０１４）
等论文，并与涂尔干合作撰写《原始分类》（１９０２年发表），为涂尔干写
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１９９９）提供材料，直接促成了社会学
年鉴派的“宗教学转向”。

莫斯于１９０８年参选法兰西学院教授职位，但没有当选。一战爆发
后，莫斯出于爱国主动应征入伍。１９１７年涂尔干去世，莫斯从军中回
到学界，此后继续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担任宗教学教授。在这个阶段，
作为学术组织者，莫斯耗费大量精力为《社会学年鉴》审阅稿件，写作数
以百计的述评。他也大量参与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创办《社会主义运
动》（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杂志，为左翼报纸写稿。除了教书和政治活
动之外，莫斯也花费了不少心血对国族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社会
学研究。１９２５年，他写出著名的《礼物》（参见莫斯，２００２）一书，引用上
百个文献，提供数百个脚注，呈现出一种比涂尔干笔下的内在整齐划一
的社会远为复杂的“集体”。在《礼物》中，莫斯指出，在生活中，人与人、
群体与群体相互迭复、穿插、交融，难分彼此，正是这种借助有灵性的物
品展开交流而形成的难分彼此之感成为社会的根基。《礼物》的发表开
启了莫斯所引领的时代的到来，也正是在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在莫斯的
推动下，民族学研究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ｅ）得以成立。在这个新的学
术空间里，莫斯、列维—布留尔（Ｌｕｃｉｅｎ　Ｌｅｖｙ－Ｂｒｕｈｌ）、瑞伟（Ｐａｕｌ　Ｒｉｖｅｔ）
等组成一个领导团体，促成了大量影响深远的研究。

１９３０年，莫斯获得法兰西学院教席，获聘社会学首席教授，而此
时，他的合作者于贝尔不幸过世，莫斯不得已带着悲伤独自支撑年鉴
派。在这个阶段的前期（１９４０年之前），莫斯著述颇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发表的论著包括《人》、《身体技艺》等，进一步诠释其“交融”社会观，并
对技艺和技术学展开大量研究（Ｓｃｈｌａｎｇｅｒ，１９９８）。不幸的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给莫斯带来比一战更残酷的考验，莫斯的同仁和学生遭受纳
粹迫害，他本人更是受到巨大精神打击，不断失去记忆力，最终甚至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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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思考能力，于１９５０年２月辞世。
在《莫斯著作导读》中，带着科学理性的旨趣，列维—斯特劳斯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８７）从莫斯对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的综合入手，考
察莫斯学术的基本理念。他指出，莫斯不仅先于美国文化人类学派对
心理分析学和社会学加以综合，而且他所进行的综合在创造性上比后
者更胜一筹。接着，列氏解释了《礼物》一书的交换概念，对莫斯有关交
换的社会、心理、“物质”动力的论述加以重点关注。他认为，对莫斯来
说，最为关键的是礼物带有的马纳（ｍａｎａ）这种力量在推动流动，而莫
斯早在《巫术的一般理论》中就界定了马纳这种力量，并以此奉献给涂
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成为该书论点的重要依据。最后，列
维—斯特劳斯悄然将马纳的神秘力量与自己的心灵结构思想联系起
来，承认莫斯为结构人类学开启了一扇窗户，但他同时又指出，坚守涂
尔干社会学志业的莫斯在心灵结构论述方面就此止步不前。列氏带着
自己的科学理性对莫斯众多模糊的现象学式叙述加以概述，通过逻辑
化，使这些叙述更接近结构理论的原理，但这就使列氏笔下的莫斯失去
了其原有的特征。

莫斯与涂尔干一样，都出身于犹太教家族，但涂尔干一向不愿公开
谈论其家族背景。莫斯却不同，他在活跃于世俗社会政治活动的同时，
对其犹太教家族背景从不讳言。甥舅之间之所以有这一差异，乃因莫
斯与涂尔干对启蒙持不同态度。涂尔干刻意回避其家族背景，为的是
更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与启蒙传统的继承关系；莫斯没有这样做，是因
为对他而言，启蒙并没有重要到使他彻底放弃与宗教的关系。由于存
在这一差异，相比涂尔干，莫斯从犹太教学术的“论题式”风格中继承更
多，而没有形成对归属于不同存在领域的现象进行理论化解释的习惯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８）。

青年莫斯从涂尔干的社会学志业中得到滋养，对这项志业更有着
莫大贡献，他为涂尔干著述《社会分工论》（１８９３年发表，参见涂尔干，

２０００）做了资料准备，为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做了先行研究，也耗
费大量心血维护年鉴派的学术平台《社会学年鉴》。与此同时，从学术
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开始，莫斯对社会学的核心概念“社会”已有自己的
理解。莫斯对于社会理论的独特贡献是其提出的“总体社会事实”的概
念。这个概念基于涂尔干的“双重人”（ｈｏｍｏ　ｄｕｐｌｅｘ）的看法而提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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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并不满足于用自己广泛涉猎的民族志、文字学和文化史文献来复
制这个意象。对涂尔干来说，人的存在是双重的，含有个体性和社会
性，社会性大抵外在于个体性，个人是在接受社会的印记中得到社会化
的。但莫斯在其著述中却以“总体的人”（Ｉ’ｈｏｍｍｅ　ｔｏｔａｌ）叙述一种个
人—社会不分的人文现象，他认为，个人在其人生的时间流动中持续活
动，由此得以表达为一种社会存在，最终使社会存在的命运完全由个人
所承担，个人与社会难解难分。对莫斯来说，人的存在的确是双重的，
但这种双重性不是在“人”（ｐｅｒｓｏｎｓ）之外的，而是在“人”之内的，且可
以说与生俱来（Ｋａｒｓｅｎｔｉ，１９９８：７９；Ｋａｒｓｅｎｔｉ，１９９４）。

“总体的人”不仅将个体与社会联系起来，还把人存在的身体性和
心灵性方面联结起来，一个事实便构成一个个体—社会、身—心合一的
系统。因而，要把握“社会”，一方面要把握社会的种种形态，个人史的
不同瞬间，社会性在生理—心理、圣—俗、生—死、无意识—有意识诸现
象中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惟有从个体意识和心态中方能把
握制度化现象的本质。这就意味着，任何合理的解释，都需要结合从历
史或比较分析得来的客观性看法和从个人意识里得来的主观性看法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８７：２７－２８）。

之所以说莫斯完成了社会学年鉴派的一次重要转向，不仅是因为
他对“社会”的界定冲破了个体与集体、世俗与神圣、身体与心性的界
线，从而成就了一种唯心和唯物之间的社会学（杨堃，１９９７：２６－４３），而
且还因为他笔下的“社会”已不再是局限于特定地理空间、有共同生存
状态和个人经验的实体。在莫斯笔下，社会实体依旧重要，但更重要的
是穿插在界线之间、赋予人与社会内涵的各种貌似外在于人但却构成
人的本质的因素。

在与于贝尔合作发表的《献祭：其性质与功能》中，莫斯如此处理让
祭祀者走出自我的仪式（献祭）：他认为，献祭仪式中的事物，一方面身
处祭祀者之外，一方面又与之渐趋贴近，在由远到近、由近到远的关系
过程（仪式）中，使人与其他存在体（神明与万物）产生关系，从关系中获
得力量和生活确定性。在与伯夏合作发表的《论爱斯基摩人的季节性
变化：社会形态学研究》中，莫斯对涂尔干意义上的“双重人”在年度周
期中的分化与合成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以爱斯基摩人为典型，一个集
体的“时间”如果有神圣与世俗之分，那么，其合成形态即为两种时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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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年”，而“年”是由自然的季节与社会密度有别的季节相应“杂糅”
而成的。社会的个体—集体、家居—共居、巫术—宗教、私有—共有的
双重性，不是仅靠内发的“规则”规定的，而是在更广泛的地理、气候、生
态、生计等“外在”因素构成的氛围中形成的。在《礼物》中，莫斯考察了
带有莫名之力量的礼物如何在促成和维持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
“结盟”关系中起到关键作用。

从这三本堪称经典的著作来看，可以发现，在莫斯看来，倘若没有
介于“内外”之间的“中间之物”，那么，社会的形成便不可思议。这些
“中间之物”在祭祀中包括了祭品、祭司等，在物质性的社会形态生成中
包括了季节形态、地理形态、食品的时空分布、身体性的与非身体性的
技术如狩猎、礼仪、建筑等，在“礼物交换”中为沟通不同“人”的有灵力
之物。作为媒介，“中间之物”如同语言，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交流，它们
从“外延”赋予社会实体以内涵，也在沟通人与“非人事物”中将诸特定
时空范围内的社会实体联结起来（王铭铭，２０１５：１０１－１０９）。

莫斯的三篇文明论述发表于其人生的不同阶段，在这些阶段中，莫
斯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有所不同，但他的学术工作有着其贯穿始终的特
征。一方面，他一贯坚守涂尔干社会学的基本主张，在涂尔干辞世后更
承担着使这一主张在与同时代其他主张的争论中焕发生机的任务。比
如，一战后，伯格森（Ｈｅｎｒｉ　Ｂｅｒｇｓｏｎ）提出以道德约制给现代世界带来
罪恶的技术的主张，这一主张对公众产生巨大吸引力，而其中潜含着将
涂尔干曾经致力于界定的良知褊狭化的危险。在回应此类偏激主张的
过程中，莫斯耗费大量精力对技术系统进行了比较民族学研究，指出技
术自身有着浓度极高的社会含量，是作为道德系统的社会的基础之一
（施郎格，２０１０）。另一方面，莫斯尚需赋予涂尔干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以
更为经验而开放的内涵。在莫斯笔下，社会既更密切地与个人生活相
联系，成为易于观察和理解的“事实”，又从边界清晰的“有机体”意象中
脱身而出，成为大小不一的多重关系“圈子”；这些“圈子”穿插于社会实
体内外，杂糅着种种因素，在每个现象中都缩影般地实际存在着。无论
是个体的“人”，还是适应于种种“生态”而生成的技艺、巫术、艺术、象
征、产品、信仰、神话、历法等，所有的现象，无论是个别的，还是交织成
体系的，在莫斯笔下都成为社会的，它们相互之间密切关联，其各自的
内里也有着社会的关系本质，个别或局部总是承载着体系或整体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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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关系的“语法”。作为社会性的“超社会现象”的文明同样有着这种
关系特征，其存在表明，没有一个社会是封闭的，而“开放社会”的力量
源泉，正是持续推动社会相互交换的关系体系。这些体系的运行动力，
固然可以追溯到心灵与物性的“深层结构”，但一方面，语言不足以表达
这一“结构”，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可以赋予这一“结构”以语言学概括，
也应侧重关系现象的丰富性和伦理内涵。

二、从文明到社会，再从社会到文明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小莫斯一岁的梁启超完成了几个月的欧洲观察，回
到巴黎，住在郊外白鲁威（Ｂｅｌｌｅｖｕｅ），起笔写作《欧游心影录》。在书
中，梁启超对法国大革命之后思潮的变迁做了如下评论：

当法国大革命后唯心派哲学、浪漫派文学全盛之时，好像
二十来岁一个活泼青年，思想新解放，生气横溢，视天下事像
是几着可了，而且不免驰骛于空华幻想，离人生的实际却远
了。然而他这种自由研究的精神和尊重个性的信仰，自然会
引出第二个时代来，就是所谓的科学万能自然派文学的全盛
时代。这个时代，由理想入到实际，一到实际，觉得从前什么
善咧美咧，都是我们梦里虚构的境界，社会现象却和他正相
反，丑秽惨恶，万方同慨。一面从前的理想和信条，已经破坏
得七零八落，于是全社会都陷入怀疑的深渊，现出一种惊惶沉
闷凄惨的景象。就像三十前后的人，出了学校，入了社会，初
为人父，觉得前途满目荆棘，从前的理想和希望，丢掉了一大
半。１９世纪末叶欧洲的人心，就是这样。（梁启超，２００６：２７）

１９世纪末的欧洲，社会裂隙横生，这个阶段，“由理想到实际”，怀
疑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失范”涌现。然而，思想界并没有丧失其理
想。以涂尔干为例，他生活在梁启超所说的“科学万能自然派文学的全
盛时代”末期，面对人心之“丑秽惨恶”，致力于创制一套“重建社会和政
治的完整方案”（渠敬东，２０１４）。身在涂尔干左右，莫斯为这套“方案”
的制订默默奉献着。２０世纪初，涂尔干“方案”接近完善，但欧洲却出
现了与个人主义相反的问题。此时，国族意识悄然与极端国家主义结
合，不仅要求牺牲个人，成就国家，而且还威胁着欧洲国际关系的既有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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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将所有注意力投入研究社会内部机理的年鉴派，能为化解极
端国家主义带来的国际关系危机做出何种贡献？涂尔干（２００６：６０）依
旧相信，“如果每个国家拥有自己的目标，不去扩张或扩展自己的界线，
而是坚守自己的家园，最大程度地为其成员创造一种更高水准的道德
生活”，那么，国际生活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时间越接近战争，他越
深刻地意识到，在国与国之间争端愈演愈烈的时代，有必要将“家园社
会”的道德生活与“世界性的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发现“国家生活之外
的更高的力量”，找到与特定政治群体的特殊条件及这一群体的命运无
直接关系的更高尚的生活目标（涂尔干，２００６：５８）。

在对内在于“家园”、外延于世界的伦理境界的求索中，涂尔干和莫
斯合写了那篇题为《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的文章。

在有关“公民道德”的论述中，涂尔干坚持他过去的看法，认为古代
社会局限于“特殊地域与民族条件”，这种状况在近代得到了改变，随之
出现的是超越特殊社会共同体的社会（或者说，道德的普遍意识）。据
此，涂尔干对爱国心态的古今之变做了区分，他认为，古人的爱国主义
局限于对王权国家的向往，只有到近代，“爱国”一词才与越来越普遍化
的“博爱”（世界主义的“爱国主义”）联系起来（涂尔干，２００６：５７－５９）。
与莫斯合写《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涂尔干调整了看法。面对“爱
国”与“博爱”的巨大矛盾，涂尔干有志于贯通古今，这在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莫斯的工作。莫斯长期致力于为“国际主义”寻找古代根基，这为
涂尔干融通不同“等级”的道德境界提供了帮助。在《札记》一文中，涂
尔干和莫斯将超出社会的德性重新定义为“文明”，并赋予它物质性、制
度性和精神性的丰富内涵。他们还将“文明”视作自古有之、广泛存在
的系统，指出如果社会学对这些体系不加研究，其视野便将继续局限于
国族疆界之内，缺乏解释力和价值。

涂尔干和莫斯回顾年鉴派社会学的既有特征，他们承认，这门科学
为了避免空谈社会，而主张研究社会现象的内里。社会学总是将社会
现象与人类群体占据的特定地理空间相联系，如此一来，它的视野便限
定在边界清晰的部落、民族、国家、城市范围之内，它所论及的最大“政
治社会”，不过就是国族。年鉴派曾长期坚信，国族生活是群体生活的
最高形式，在它之上不存在更高层次的社会体系（涂尔干、莫斯，２０１０：

３６）。为了对包括国族在内的社会实体加以探究，年鉴派侧重研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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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为了刻画出完整的社会有机体意象，他们搁置
了政治有机体之外存在的众多没有清晰边界的现象。如此一来，他们
便未能意识到，社会结合观念潜在着一种不容乐观的可能，即，转化为
极端国家主义的存在依据，为不同国族证实自身的纯粹性提供着思想
条件。涂尔干和莫斯深知，要使社会学在新的条件下持续发挥其正面
作用，便有必要拓展其研究视野，使其包容流动于国族疆界之间的“文
明现象”。

在涂尔干和莫斯的定义下，“文明现象”是指“没有清晰边界的社会
现象”，这些现象广泛存在于物质文化、语言及制度领域。民族志、史前
史、博物馆学一向重视的物质文化领域，被展示在器物和工艺风格的地
理分布和历史系列上。超出“社会”所界定之范围的“文明现象”在语言
领域也广泛存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之间有诸多相近因素，这使不同社
会组成相互关联着的诸如印欧语系之类的“多民族大家庭”。在制度领
域，“文明现象”一样穿插在社会或群体之间。即使是在部落社会，有不
少制度也超社会地存在着，如北美印第安人中广泛流传的图腾制度、波
利尼西亚人中广泛分布的酋长制、印欧语族中广泛存在的家庭制。

“文明现象”不是偶然存在的，也并非没有规律可循。这些现象背
后存在着某种体系，它们有其时间性，历史绵长；也有空间性，其分布超
越政治地理空间，通常都相互联系地共同存在，而由于这些现象有深厚
的杂糅性质，个别现象往往都会包含其他现象并表达其他现象的存在。
“文明现象”背后的体系超出“政治社会”的范围，有着自己在时空坐标
上的定位（涂尔干、莫斯，２０１０：３７）。这些现象流动于社会之间，有着鲜
明的共性，但这些共性构成的形态，却并不等同于世界性的“唯一文
明”，而依旧有着其特定分布范围和独特存在模式的区域。涂尔干和莫
斯认为，“文明现象”构成某种介于社会与世界之间的“事实系统”，为了
便于在经验上和理念上加以把握，可以将这些“事实系统”定义为复数
的“文明”。

超社会（超国族）的文明，曾是孔德社会学的主要旨趣。孔德特别
关注超越特定社会、国族或国家的普遍历程，并将所谓的“普遍历程”称
作“文明”。这个“文明”是单数的，指的是人类的人性（道德）未来。孔
德并不是没有研究社会和国族，只不过他研究这些现实实体的目的是
为了将它们的特征排列成一个系列，用以追溯理想成为现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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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派深受孔德的影响，但不以孔德的文明论为“信仰”。涂尔干
认为，孔德有着过高的理想追求，他过度关注诸社会迈向未来文明的
“命运”，因而对观察者能够最充分、最直接观察到的具体事实弃之不
顾。涂尔干主张，社会学在展望未来之前，首先必须对可见的事实加以
重点研究，而要展开这些研究便应认识到，它们构成了作为人类生活基
本特质的社会有机体。为了使社会学成为现实的科学，涂尔干坚持认
为，应以社会有机体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对之加以描述，将之分
门别类，加以分析，并努力解释构成这些有机体者为何种因素”（涂尔
干、莫斯，２０１０：３８）。涂尔干一向关注超越“国家目标”的人性理想（涂
尔干，２００６：５８－５９）。不过，从《札记》一文看，对于孔德那种将理想混
同于现实的社会学，涂尔干始终是持质疑态度的。不同于孔德致力于
求证的单数“文明”，涂尔干更强调研究具体社会，他相信，社会有机体
的最高形式是国族，而不是世界。到一战前，与莫斯一道，涂尔干进入
了文明研究领域，但他理解的文明依然不是单数的，而与社会一样，是
复数的。在《札记》中，涂尔干和莫斯明确主张，有关普遍人类境遇或整
体人性的科学必须得到限定，即使“文明”仍旧是一个用于形容国族之
上的体系和进程的词汇，社会学家也不能将之等同于理想化的世界社
会，而应当关注到这些体系和进程有着现实性和多样性。

在涂尔干和莫斯的用法中，“文明”这个词是指介于社会与世界之
间的“事实系统”，“文明元素是超越疆界的，它们有的是通过某些特定
中心自身的扩张力量而得到传播，有的是作为不同社会之间关系的结
果而得到扩散”（涂尔干、莫斯，２０１０：３７），其构成的系统具有普遍性和
特殊性的双重特质，就社会属性而言，可谓是既富有民族性又富有超民
族性的系统。除了物质文化、语言及制度意义上的“文明现象”之外，作
为“事实系统”的文明还包括宗教。以基督教为例，这一文明虽然有着
不同的中心，但显然有其共同特征。此外，也存在诸如地中海沿岸地区
这样的文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有共通的生活传统。也就是说，文明可以
与宗教大传统相联系，但宗教大传统并不等于所有文明，文明还可以指
由众多其他现象构成的区域系统。文明更不等同于那种将欧洲的历史
哲学想象视作人性未来的进程，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人类
文明，而总是存在一个多元文明，主导并围绕着具体到某一民族的群体
生活”（涂尔干、莫斯，２０１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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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文明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不只是欧亚大陆有；欧亚大
陆之外是民族学家侧重研究的地区，这些广大的区域（即使是原始人的
住地）一样拥有超越社会疆界的不同物质文化、语言、制度、风俗习惯、
宗教，而这些也可谓是文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超社会现象之所以可
以称作文明，除了其超社会性这一理由外，更重要的理由是，这些系统
一样有着深刻的道德含义。如同社会（或“国家”）一样，一个文明主要
指“一种道德环境”，其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社会共同体（包括国族），每
种社会共同体的文化都是道德生境的一个特殊形式。

世界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文明系统，要研究文明，社会学家有赖于
长期致力于研究不同区域的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做的知识上的积
累。然而，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在探寻不同文明区域的过程中，眼光局
限于源流，这就使其文明研究有待社会学家加以补充。涂尔干和莫斯
（２０１０：３９）认为，基于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初步工作”，社会学家有
可能展开有自身抱负的研究，而有社会学抱负的文明研究的旨趣如下：

任何文明都不过是一种特殊集体生活的表达，而这种集
体生活的基础是由多个相关联、相互动的政治实体构成的。
国际生活不过是社会生活的一种高级形式，社会学应该对此
加以考虑。正是因为人们常误以为对于文明的解释，只存在
于对于文明源头、文明借用、文明传播路线的求索，才会出现
把社会学排除在文明研究之外的主张。事实上，理解文明的
真正方式是探寻原因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探究文明如何作
为各种秩序的集体互动的产物产生。
如果说文明构成道德生境，那么，不同于社会的道德生境，它高于

国族（社会有机体的最高形式），涉及社会与社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伦
理。这些关系伦理有些已相对成为定式，成为国族的独特构造，而另一
类则相反，总是“游动”在国族之间。社会学研究应当包含国家社会学
与国际社会学两大方向，区分比较不适于国际化的文明因素（如政治和
法律制度以及社会形态现象，这些居于社会有机体的核心，不适于国际
化）和比较适于国际化的文明因素（如神话、传说、货币、贸易、艺术品、
技艺、工具、语言、词汇、科学知识、文学形式和理念等现象，这些都是流
动的、相互借用的，更易于国际化）。由于不同社会有机体存在于不同
环境，而社会有机体所包含的社会事实又有其内在特征，因此，文明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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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也会出现不均衡状态。对于这些不均衡状态，社会学家应给予更多
关注。

《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篇幅很小，却是一篇纲领性文献。这篇
文献直接出自社会学导师的自省，针对的是古典社会学（如孔德社会
学）的普遍人性幻象和近代社会学（特别是涂尔干式社会学自身）的国
族主义倾向，关注的现象则主要是处于社会与世界之间的文明。《札
记》所界定的文明，既与启蒙以后盛行的不可数的文明概念有着鲜明差
异，又与随后出现的可数的文化概念有着重要区别。

启蒙运动期间，在法国和英国（特别是苏格兰）思想界，作为名词的
“文明”通常用以描述动词“文明化”的结果，指人类种群从“质”向“文”
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被启蒙哲学家们与个人从婴儿期向成人期
转变的成长历程相联系。在这样的用法中，“文明”一词是相对于“蒙
昧”、“粗野”、“野蛮”之类词汇而获得其含义的，它表达着对进步和启蒙
的追求，说到底，它的本质含义是人文状况的“改善”。孔德宣示了启蒙
的文明概念，从德性的进步来解释文明，而涂尔干和莫斯则将“文明”现
实化，使之“降低一格”，指不同社会（国族）共享的技术、美学、语言、制
度、习俗、信仰等成就所构成的区域体系。

在这一具有深刻内省含义的新文明图景中，历史和社会科学所知
的诸社会共同体并不存在“文野之别”，所有社会共同体都是“文明的”，
其内部规则纹理复杂，对外关系线条繁复，就历史的先后顺序看，甚至
可以认为，这个意义上的“文明”先于“民族”出现，是相关“民族”的共同
摇篮。

年鉴派在一战前提出的“文明”新概念与１８世纪即已出现的可数
的“文明”含义也不同。可数“文明”几乎与不可数“文明”同时出现，这
个意义上的“文明”大抵与“文化”同义，指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方式
和这一方式背后的意义体系，不含有人文状况“改善”的意思。基于这
种否定偏见的文明观，卢梭将“文明”与“文化”做了区分。他提出，“文
明”应指与理性和社会动力有关的事项，这些事项不发自人的天性，是
后天的、人为的；而“文化”则不同，它指某种通过向人类的原初“前话
语”、“前理性”天性复归而取得的“整体人性”。在卢梭的用法中，“文
明”大抵指“整体人性”沦落的过程，而“文化”则指人类复合天性的本来
面目。如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的，在卢梭看来，假使社会的出现引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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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到文明、从情感到知识、从兽性到人性的“三重过渡”，那么就必
须同时承认，在原始状态下，人类即已具备克服这三大障碍的禀赋，这
种禀赋是一种“恻隐之心”，一开始就内含着对立统一，“既是自然的又
是文化的，既是情感的又是理智的，既是动物性的又是人性的”（列维—
斯特劳斯，２００６：４３７）。卢梭之后，德国的赫尔德（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Ｈｅｒｄｅｒ）等对“文化”加以阐发，视之为复数的、自然有机体的、前理性的
“大众精神”（Ｖｏｌｋｓｇｅｉｓｔ），将之区别于有意识的、理性的、有意的“表
演”。在德语学界的用法里，“文化”的可数性与其同“民族”的差异性对
应，成为社会共同体自然有之的“共同精神”，具有民间性、表现性和多
样性三大特征（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００：１６８－２４１）。赫尔德的“文化”意象影响过
涂尔干。不过，就《札记》一文看，一战前涂尔干和莫斯已提出不同的定
义。涂尔干和莫斯定义下的“文明”有着与德式的“文化”相通的含义，
不过，却并不指内在于民族的“大众精神”。这个意义上的“文明”与“社
会”（或“民族”）是不对称的，“文明”虽在社会中，但大于社会，指不同社
会共有的“文化”。

涂尔干和莫斯笔下的“文明”，也与古典人类学的进化论和传播论
形成了微妙差异。这个概念不再指原始向古代、古代向政治文明演进
的历程（古典进化论派人类学将文明定义为原始社会之后出现的非血
缘性的、宗教性的、军事化的、公民化的社会形态），而是指在最远古时
期即已形成、经过一系列分化运动而保持了其价值和意义的大规模“超
社会体系”。在提出其“文明”概念时，涂尔干和莫斯显然受到传播论的
影响，尤其是采用了其文明多中心观和区域观，但他们并不把文明视作
逐渐衰败为近代“粗俗文化”的退化过程，而始终保持着对于文明生命
力的信仰。

４．１９３０年莫斯候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这篇自述（Ｌ’ｏｅｕｖｒｅ　ｄｅ　Ｍａｕｓｓ　ｐａｒ　ｌｕｉ－ｍｅｍｅ）即为此而写，直
到１９７９年才问世，载于《法国社会学评论》１９７９年第２０卷。可参见 Ｍａｕｓｓ，１９９８；莫斯，２０１０ｃ。

三、国族与文明

在《学术自述》４中，莫斯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他说，自己发表
的作品有些零散，这除了可以从他的个性里找原因，还可以从他的学术
观中得到解释。他并不非常相信科学的系统，也从不相信需要表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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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事实。他的工作与法兰西学派不能分离，他相信，“惟有合作之力，方
能避免因追求原创性而带来的孤离与自负”。他把大量精力奉献给了
《社会学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它写了大量涉及理论、宗教史、氏族、
亲属制度等领域的述评，也身体力行，如亲人般那样对待年鉴派团队成
员，实践了年鉴派主张的“合作”和“团结”。莫斯的理论性作品旨在从
不同角度为社会学代言，因而并不完整，但自有其整体关怀。他提出，
部落社会是一种复杂结构，致力于对仪式和宗教之类的“表象”加以最
深入的研究。涂尔干辞世后，莫斯更多地与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们对
话，也更多地在历史学家、语文学家中活动，这些对于推广社会学意识、
引进其他学科的问题意识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学术自述》文末，莫斯（２０１０ｃ：７７）说了如下一小段话：
几乎所有这些（注：即一战后莫斯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

克、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解析）都属于一项主要关于“国族”
（现代政治的第一原则）的研究，初稿已基本完成。这项研究
甚至不会被《社会学年鉴之工作》所出版———这也是我欲求的
努力，即将作为纯粹科学的社会学与甚至是完全无偏私的（政
治的）理论分离开。
莫斯写作《学术自述》之时，涂尔干已逝世十多年，而一战的阴影尚

未消散。在该文中，莫斯（２０１０ｃ：６８）感叹道：
我科学生涯中的大悲剧并不是四年半的战争中断了我的

工作，亦非疾病而徒耗光阴［１９２１－１９２２］，更非我因为涂尔干
和于贝尔英年早逝而感到的极度绝望［１９１７和１９２７年］；在
既往痛苦年月里，我失去了最好的学生和朋友，此乃莫大之悲
剧。人们会说，这是法国科学界这一脉之损失；而于我而言，
堪称一场灭顶之灾。或且，我一度能最好地付出自己者，已随
他们而逝。战后我在教学方面重新获得成功，以及民族学研
究所的创建与成功（当然大部分归功于我），再次证明我能够
在这个方向上有所作为，但这能偿还我之所失吗？
经过一战的创痛，整个欧洲惊魂未定，和约是签订了，但各民族情

感上的仇恨越结越深，无法保证永久和平。与此同时，如莫斯所说，战
争导致的文化损失并不是短时间可以补救的。为避免悲剧重现而追溯
其根源，构成一战后莫斯学术的主线。这条主线，正是莫斯在《学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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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一文最后提到的关于“国族”的研究。这可谓是年鉴派社会学文明
叙述的政治表达。不过，为了保持其“作为纯粹科学的社会学”之面目，
并使之“完全无偏私”，莫斯竭力使这些研究保持实证社会学之本色。

《国族》一文早在１９２０年写就，但直到莫斯过世后三年（１９５３年）
才部分发表在《社会学年鉴》第三系列第３卷上。文章篇幅很长，计占

６１个页面。施郎格在编辑过程中摘录了其中的两个重要段落（选自原
文３７—４１、４９—５４页，见莫斯，２０１０ａ），它们集中体现了莫斯对“国族文
明”的见解。

《国族》一文针对的是法国后革命时代出现的自由主义国族论，这
种国族论宣扬自由、平等和忠诚。１８７０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之
后，在保守派的重新定义下，它变本加厉，成为一个对大众有政治煽情
作用的概念，指在民族认同、领土归属、亲属关系、社区、习俗、生活方式
等方面都得到表现的国民共同情感。当时的社会科学诸学科深受这种
国族论的影响，社会学和民族学也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条
约的签订以及十月革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从不同角度显露出国族
观念的巨大影响，这些都让莫斯深感，作为知识分子，他有必要廓清问
题，揭示其由来。

与莫斯写作《国族》一文几乎同时，来自东方的梁启超在巴黎郊外
写下了《欧游心影录》。在书中梁启超指出，极端化的国族概念导致了

１９世纪达到全盛的欧洲国家主义，而全盛的国家主义导致了一战。梁
启超（２００６：１８６－１８７）用春秋战国来比拟欧洲的列国并立，他指出，一
战后出现的国际联盟，接近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霸政时代”的“方国
集团的政治”。他认为，相比欧洲，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传统
的中国，向来没有将国家当做人类最高团体，而欧洲没有天下观念，难
以有“世界主义国家”的前景。在欧洲文明传统里，国家主义似乎是难
以避免的。

梁启超（２００６：１８８－１９０）从东方出发，背靠天下格局的传统，举重
若轻，叙述他对欧洲国际战争与联盟现象的看法。身在这些现象之中
的莫斯，作为局内人，在审视欧洲问题时没有梁启超那么轻松。他胸怀
国际主义，但面对强势的国族主义，他却必须为自己的理想找到被接受
的依据。他怀念对于欧洲一体化有过贡献的神权格局，但生活在大革
命开启的时代，他却必须防止自己成为中世纪“大一统”的宣扬者。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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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最终选择了视国家与国际为互为前提的存在，同时，他将部分希望寄
托在史前史、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上，相信这些学问的综合有助于他
回到“原始文明”（即，他认为的新石器时代），去那里找寻国族关系伦理
的人性基础。

莫斯毕竟是个有勇气的大学者，在其写下的大量笔记中，他用词严
厉，批判了现代国族信念，引入其关于文明的看法（在这个看法里，文明
基本等同于有传统基础的国际性），否定了那些视国族为独立实体的论
点，陈述了他有关国际主义的看法。

关于国族主义，莫斯（２０１０ａ：４２－４３）指出：
国族对自己的文明、习俗、工业技术以及精美的艺术充满

信心。它崇拜自己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道德以及自身的
传统，总之，崇拜它自身的特质。几乎每一个国族都存在自己
是世界第一的幻象，它教授国民文学，就像别国没有文学一
样；它教授科学，似乎科学是它独自获得的成就；它教授技艺，
仿佛这些技艺全是由它发明；它教授历史和道德，如同它们是
世上最好、最美的。这里好像存在一种天然的自满，部分原因
在于无知和政治上的诡辩，而且通常也出于教育的需要。每
一个国族都类似于我们传统和民间传说中的村庄，相信自己
比邻近的村庄优越，总是与那些持相反观点的“疯子”进行斗
争，即使是小一些的国族也不例外。
莫斯接着具体列举了国族主义在思想和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法

律和经济以及传统诸领域的表现。
首先，在文学方面，早在１８世纪，赫尔德就以文艺评论为方式在文

化史研究中宣扬了“民族精神”概念。稍后，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思想遭
到过世界主义思潮的冲击，但到１９世纪中后期、２０世纪初，这种无视
人类共通价值的思想，重新成为文人墨客渲染国族传统时所借助的概
念框架。

５．莫斯观察到，为了与所谓的“传统”保持一致，文学家进行无数的模仿、引用、摘录、用典，“把
文学冻结成乏味的国族形式”；而艺术家则从节奏、规范和习惯限定了舞蹈和哑剧的形式，使
艺术学权威和音乐学院之类的人物和机构有可能以守护“传统”的名义阻碍创新（莫斯，

２０１０ａ：４３）。

在艺术方面，以国族为范畴的“传统”成为艺术家追随的对象。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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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莫斯指出，近代艺术可以说今不如昔。在近
代之前，虽存在交流上的困难，但欧洲的教堂和大学都是统一的，这种
思想和知识空间的统一性，使艺术、科学和思想的进步比近代远为“符
合逻辑”。近代以来，艺术活动似乎都是为了国族间的相互隔绝、偏见、
仇恨而展开的（莫斯，２０１０ａ：４３）。

在工业技术方面，制造国族传统也成为了生产目标。在欧洲工业
领域盗用和冲突时常出现。在１７—１８世纪，瓷器工业的制造秘密曾被
欧洲一些国家如同保守军事机密那样去守护，而这些秘密事实上却是
从东方传入西方的。到了２０世纪，德国人一面窃取别国的工业秘密，
一面将这些秘密据为己有，严加监护。诸如此类的举动，推使国族成为
其知识产权的所有者。６

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将流动的文明因素视为国族的产物，为领土要
求提供了借口。７

法律领域的国族主义，往往也为经济生活中的无节制土地开发、土
地剥削提供借口，而这些借口也往往被解释为国族的“基本权利”。

在所谓“传统”方面，回到大众，回到民间，回到或真实或想象的国
族起源，成为人们的主要追求。基于大众、民间、起源而创造传统的运
动发生于欧洲各地。如，在苏格兰，不少人从民间故事中寻找文学的民
族根源。又如，在德国，有浪漫主义者将诸如格林童话之类的民间故事
视作德国文化传统的奠基之作，不少诗歌和音乐也都以传统的民间起
源为题材。浪漫主义的德国，得到了芬兰及斯拉夫国家的追随；与此同
时，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捷克建立了以国族为单位的文学传统，俄国则
有意识地在音乐领域保留民俗性。大众、民间、起源，这些观念也深深
影响了民族学博物馆，这些文化展示空间为了回归国族艺术而刻意保
持艺术形式的连续性。

６．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对象多数是“不受惩罚地从别国掠夺”的，但到２０世纪初，版权观念被各
国承认，工业技术的知识产权如此，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亦然（莫斯，２０１０ａ：４４）。

７．在此，莫斯（２０１０ａ：４４）举了一个几乎“称得上滑稽的例子”：在凡尔赛和会上，有人居然将一
些被错误研究的民俗要素拿出来作为证据，要求别国承认这些要素存在的地方应该成为自己
国家的领土。

莫斯（２０１０ａ：４４）尖锐地指出，“尽管实际上是国族在制造传统，但
有人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试图以传统为基础重构国族”。吊诡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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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欧洲国家中，出现了以“支配性文明”来解释一个民族对另外一
个民族实施统治的合法性。“支配性文明”概念在泛德意志主义者和泛
斯拉夫主义者所使用的外交、民俗或帝国主义术语中出现，用以解释混
合社会中的“主导文明”与“非主导文明”之间的关系，意在赋予支配性
群体公开宣称是这个国家独有之文明的权利。以这个概念为名，哈布
斯堡皇室对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进行了统治，在其授权之下，西西雷沙
尼亚的德国人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又对斯拉夫人和拉丁人实行
暴政。而一战爆发的重要原因和动机，则出自塞尔维亚争端中不计代
价地维护“支配性文明”这一错误权利的举动。莫斯（２０１０ａ：４５）指出，
“事实上，如果一个民族处在阻碍另一个民族物质和精神全面发展的位
置上，就不再构成它对这个民族进行统治的权利了”。《凡尔赛和约》的
签订表明，侵略性国族主义的“支配性文明”概念寿命不会太长。

那么，被国族据为己有的文明，本来面目到底如何？
任何社会共同体都是在处理不同类型的关系中生成和再生成的，

国族主义的共同体观念和文明的相关观念也不例外。这些关系可以定
义为内外、上下、左右、前后，分别代指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横向关
系，共同体内部的阶序或等级关系，共同体内部的血缘、地缘和派系关
系及共同体的历史先后关系（王铭铭，２０１１：３７５－３８２）。从诸关系形态
生发而来的国族，无疑有其历史和现实基础。然而，国族化运动却导致
动态的历史和模糊的边界静态化和清晰化。

首先，如莫斯指出的，即使是在国族化运动中，国族现实上还是依
赖密切的内外交换关系生存和发展的，但在政治地理的观念和实践上，
它却在内外之间划出了一条截然二分的界线，使之能够被用来在否定
交换中突显国族的自强与伟大。

其次，国家与社会是国族必须处理的首要上下关系。在这个领域，
国族化使人们以上下分离的眼光看待这对关系，要么将国家视作高于一
切，要么将社会视作“非国家的自然实体”。这两种极端的关系观念貌似
对立，实质却相辅相成（专制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便是如此），其共同
错误在于否定社会作为融通上下的系统的含义。与此同时，国族为了成
就自身，还需要消除共同体内部的阶序（如古代的阶序制度）和“分支”
（如血缘、地缘和派系关系）差异，将社会统合为一种“集体大人格”。

在国族化运动中被创造出来的大众、民间、起源传统，正是为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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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统合而被招魂的。与此相关，为了成就国族，历史叙述者必须借助国
族内外割裂的看法，基于孤立的国族意象，重新构想历史，使“过去”成
为主权国家“自古而然”的“传统”。吊诡的是，国族历史时间性（即“前
后”关系）既有着这一追根溯源、回归“黄金时代”的特征，又有着另一个
特征———现代分离于传统的破裂时间性特征。

莫斯（２０１０ａ：４５）的《国族》针对的正是国族这种新创关系体的集体
自恋心理：“国族兴起的时候……社会沉浸在文明之中而不自知”。展
开文明叙述，莫斯担当的首要使命在于，揭示出社会共同体生成的前提
条件不是疆界的划分，而是内外之间交错的关系。在莫斯看来，国族之
所以可能自立和自强，乃因其善于借鉴其他社会共同体的发明创造。
借鉴是社会和国际生活的常态。然而，使一个社会精确区别于另一个
社会的，却往往相反———即，否认借鉴。国族便是通过否认借鉴来定义
自身的。

为了揭示国族的集体自恋心理，莫斯将矛头直指其悖论（对借鉴的
依赖和对借鉴的否认），并重点阐述了社会之间物品流动（即贸易）的文
明价值。他指出，不同社会的各种物品及其成就在各社会之间循环流
动的历史就是“文明的历史”。古代社会之间贸易的频率低些，但并非
不存在，更非没有意义，它一旦发生，就会更严肃、更庄严。与极端国族
主义者描绘的情况不同，国族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不同国族之间不仅
没有停止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还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从自我封闭中解脱
出来。随着对交换的限制被解除，交换的数量、机会和强度都增加
了。８

８．莫斯（２０１０ａ：４７）将国族时代诸社会在事实上的特征形容为半偶族式的关系，他说，“今天的
社会所处的位置，跟实行外婚的半偶族相似，这种早期的社会形式只具有最原始的政治和家
庭组织，彼此混融但又相互对立”。

社会之间的贸易不是与社会内部的关系体制无关的。莫斯用了拉
丁语“贸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ｕｍ）一词，并指出，这个词更为准确地反映了经济
联系不能脱离其他各种类型和规模的交换和互惠往来的事实。他认
为，作为有“总体社会事实”含义的贸易，有社会内部的贸易与社会之间
的贸易之分。除了社会之间的贸易，服务和物品在氏族、部落、省份、阶
级、职业、家庭和个人之间的交换，是社会内部的贸易，乃社会内部生活
之常态。这类贸易发生于“上下、左右”之间，传统诸群体和个体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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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将社会联结成网络体系，同时，维持着社会中身份、区域和派系的
差异。

贸易是文明史的主要动力，这部文明史也是由“前后关系”构成的，
但它与人们国族意象中的历史不同。文明的历史，不以国族自身的本
土文化之源为起点，而可以在远方看到自己的背影。就贸易而论，不应
将它想象为近代欧洲国族的独特创造，更不应该将社会的开放性视作
欧洲国族对于世界的贡献。莫斯（２０１０ａ：４７）说，“我知道没有社会如此
低级、原始或者难以理解地古老，以至于孤立于其他社会而没有任何贸
易关系”。即使是被认为最原始的澳大利亚土著，都有远距离的贸易活
动，他们用石头或贝壳作为货币，以促成部落之间流通。在澳洲一些地
方，部落民早已有某种类型的市场。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印第安人已
经有以护身符、陶器和纺织物为主要物品的长距离贸易。美拉尼西亚
人是伟大的航海者和贸易者，且拥有自己的货币。我们不应该设想自
己所处的欧亚大陆才是文明的摇篮，莫斯认为，远在澳洲、美洲、大洋洲
各地的“原始人”，因为有了自己的贸易体系而早已有了自己的文明。
欧洲的新石器时代，常常被人们形容为“史前”或“原始社会”，但早在那
个时代，人们不仅有了不同形式的通货（如琥珀和水晶），而且有着广阔
的地理视野的贸易网络，这些网络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联系在一起。

与国族历史时间性的回归和破裂的双重特征不同，文明史的时间
性可谓是一种“无时间的时间”，或者说，是一种与人类同时出现、与他
者相依靠的心境的持续再现。贸易如此，技术的借鉴与传播亦然。在
莫斯看来，借鉴和传播是作为人的本质的社会与生俱来的生命力，“是
一种［社会］追求自身利益的事”。１６世纪之后，大规模贸易和早期资
本主义得到发展，正是在这期间，极端保护主义出现。这似乎表明国族
化正在取得胜利。然而，也就是在同一时期，工业文明获得了更高的国
际性（超社会性），至此，有关人的交流之本质的结论再次得到了证明，
如莫斯（２０１０ａ：４９）指出的，“……对技术借鉴以及由此增进的人类福利
的重要性给予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人类工业的历史确切地说就是文
明的历史，反之亦然。工业技术的发明与传播一直是，而且将来也还是
促成社会进步的基本进程，也就是说，是越来越广大土地上越来越多的
人更加幸福的基础”。“人类的共同遗产不仅在于土地和资本本身，更
在于使它们产生成果的技艺，正是这种成果创造的财富使人性成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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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而且这是一种国际性地文明化了的人性”。
在《国族》一文中，莫斯表现出对借鉴和贸易的高度兴趣，他不仅将

这两方面的现象定义为文明史的核心内容，而且从生成原理上解释了
它们的作用。借鉴和贸易都属于交换性质的活动；社会共同体生成于
社会内部的交换，文明则生成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交换，交换是社会和
文明生成的条件。共同体为了精确界定自身的边界，往往表现出一种
反交换的姿态，尤其是近代国族社会更是如此。莫斯（２０１０ａ：４６）提出，
有必要对交换与反交换（具体为借鉴与反借鉴）的可变关系展开社会
学、历史社会学和心理社会学的研究。不过，保持着对国族化运动的警
惕，莫斯明确表明，自己努力做的是，在承认可谓是“交流与封闭”之社
会辩证法的同时，重点考察社会交流性和开放性（必须说明，在《国族》
一文的叙述中，莫斯对中世纪神权政体、某些教派的世界主义都相当肯
定；对原始部落的开放性，他也给予了浓墨重彩的刻画）的历史与前景。
可以认为，正是出于这个思考，交换才成为莫斯学术工作的重点。

完成《国族》一文五年后，莫斯发表了《礼物》。在这部杰作中，基于
民族志和历史学的相关成果，莫斯对有“原型”性质的交换做了总体研
究。莫斯尤其关注礼物交换的双重特性，即互惠性（通过礼物的给予、
接受和回报形成的“团结”）和支配性（通过给予礼物而使礼物接受者产
生一种对给予者的负债感）。他笔下的礼物交换包括非竞争性和竞争
性两类，前者通过礼物的赠与和回馈，使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
形成相互依赖和负债的关系，后者通过炫耀性的礼物赠与实现人们对
于权威者的承认。在两种不同的礼物交换中，互惠性和支配性都并存，
交换的结果都生成“上下关系”。在《礼物》中，莫斯还重申了他和于贝
尔之前对献祭的看法，认为献给神的礼物也将人与神明、物的精灵以及
祖先联系在一个交换圈子里，在这个圈子里，献祭者在付出部分人格和
所属之物的同时也得到了回报。

在莫斯的叙述中，礼物交换从来不是单纯互惠性的，它带有浓厚的
等级性。然而，莫斯并没有因为等级性的存在而否定交换对于社会与
文明（社会与社会的关系伦理）形成的重大作用。在该书的结语，莫斯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说：

只要社会、社会中的次群体及社会中的个体，能够使他们
的关系稳定下来，知道给予、接受和回报，社会就能进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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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交易，首先就得放下长矛，进而人们便可以成功交换人和
物，不仅是从氏族到氏族的交换，而且还有从部落到部落、从
部族到部族，尤其是从个体到个体的交换。做到了这一步以
后，人们便知道要相互创造并相互满足对方的利益，并且最终
领悟到利益不是靠武器来维护的。从而，各个氏族、部落和民
族便学会了———这也是我们所谓的文明世界中的各个阶层、
各个国家和每个个人将来都应该懂得的道理———对立却不能
互相残杀、给予却不牺牲自己。这便是他们的智慧与团结的
永恒秘诀之一。

四、文明的要素、形式与区域

莫斯１９２９年应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Ｌｕｃｉｅｎ　Ｆｅｂｖｒｅ）之
邀，参与后者组织的一次有关文明概念的跨学科专题研讨会。为此，他
写了《诸文明：其要素及形式》一文（莫斯，２０１０ｂ）。此文依据的资料来
自《社会学年鉴》第二系列第三卷《文明的概念》一文里一个篇幅较长的
方法论注释，《社会学年鉴》第一系列第五、第六和第七卷刊登的有关文
明概念的述评以及《社会学年鉴》第一和第二系列里发表的有关考古
学、文明历史学、民族学著作的评论。在文章中，莫斯将自己和涂尔干
关于文明的论述与当时的文化圈和文明史论著联系起来，阐述了社会
学年鉴派文明研究的内容与追求，强调了文明的社会本质，尤其是文明
与社会之间的融合与汇聚关系。

莫斯在开篇即表明年鉴派的学术立场。无论是德奥系民族学派，
还是美国文化人类学派，都致力于通过研究社会的相互关联来反对进
化论。年鉴派则从涂尔干的“基质”（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观点出发，保留了进化
论的若干因素，因而遭到质疑。但正如莫斯指出的，年鉴派的进化观有
其特殊性：其人类史不否认变化，但认为变化之外还有积淀，后期“进
步”总能在历史前期找到依据，这不同于一般进化论意象中的破裂式时
间性（阶段史）。另外，年鉴派除了十分尊重德奥系民族学家和美国文
化人类学家之外，也与他们一样，关注不同社会之间的联系。在莫斯
（２０１０ｂ：５９）看来，“所有这些学派的冲突都是徒劳的智力较量，抑或是
哲学的或理论的主导地位的争夺而已”，“真正伟大的民族学家对问题
和方法的选择都比较折中”，年鉴派就是一种折中的做法。年鉴派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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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现象是社会的内在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承认民族学和文化人
类学跨社会研究之启迪。

当时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各派，似乎都把德国民族学大师巴斯
蒂安（Ａｄｏｌｆ　Ｂａｓｔｉａｎ）提出的“三主题论”当做基础。巴斯蒂安主张，民
族学研究应包括基本观念（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ｇｅｄａｎｋｅ，即原生的“基本思想”、
集体意识自主和独特的创造或“文化特质”）、地理范围（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ｚ，即不同社会共享的文明事实、相关联的语言及种族团体）及游
移现象（Ｗａｎｄｅｒｕｎｇ，即文明的移动、传播和变迁，要素的借用、迁移、承
载，不同人群的混合等）三大主题（莫斯，２０１０ｂ：５９－６０）。

莫斯所倡导的文明研究，既带有社会学对社会性的关切，又关涉巴
斯蒂安所界定的“三主题”。他力求以其“折中”来检验怎样才能对文明
做分析性和综合性的研究。

莫斯解释了自己对文明为何的看法。在他看来，文明也是社会现
象，但不是所有社会现象都是文明现象。社会现象是指社会所专有的，
使其与其他社会相区分从而与众不同的现象。这些可包括：（１）使社会
与社会相区分的方言、宪法、宗教或审美习俗、时尚等；（２）特殊文化特
征（如围墙中的中国、种姓制度下的婆罗门）；（３）特殊民族传承关系（如
耶路撒冷人和犹地亚人之间的关系，犹太人和其他希伯来人的关系，希
伯来人和其后裔犹太人与其他闪米特人的关系等）。社会现象使自身
与众不同而将己身与其他社会相分离，这些不是文明，而只能说构成
“社会”。所谓“文明”，形成于长短不一的历史时期内，在数量、大小不
一的社会群体内普遍存在。文明也是社会现象，但与有社会边界的社
会现象（这类现象不宜于传播）不同，它们的界线相对模糊（莫斯，

２０１０ｂ：６０）。
文明现象包括艺术和技艺的借鉴。民族志研究表明，某些美术的

因素、音乐或者模仿艺术易于传播，物品、财富、货物、服务易于传播，崇
拜偶像易于传播，巫术、占卜术、歌谣、童话易于随其实践者的活动传
播，形形色色的原始和现代货币之“载体”易于传播，甚至那些与“秘密”
相关的现象———如秘密社团和神秘的人与事———都易于流传。此外，
即便是那些被误以为是社会特殊现象的制度、社会组织的原则，也易于
被借用，比如，被误以为是罗马特色的共和制（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其实起源于
爱奥尼亚，在经由希腊的哲学表达之后传至罗马，接着扩散到欧洲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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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最终重现在国家宪法里。此类现象也是文明现象（莫斯，２０１０ｂ：６１）。
文明现象本质上是族际化和国际化的，超出一族一国，无论在定义

或者本质上都比部落、氏族、小王国或者酋邦分布的人群更广，比国族
的覆盖面更大，比特定社会的政治地理学疆界宽广得多，覆盖了比国家
更广的区域。文明现象的族际性和国际性之形成途径包括不同社会通
过长期接触、固定中介的作用以及世系关系的传承（莫斯，２０１０ｂ：６２）。

相比于社会，文明现象总是覆盖更为绵长的历史时间。社会是在
文明的基础上生成其独特性、异质性和个性特色的。社会学、地理学和
历史学要对文明加以研究，就要对文明与社会的前后关系顺序加以探
究，与此同时，要对在这一关系的顺序里出现的社会对于不同文明因素
的保存和丧失方式加以比较（莫斯，２０１０ｂ：６２－６３）。

为了揭示国族主义传统观的内在矛盾，莫斯继续《国族》一文的努
力，强调了文明与借鉴、贸易、共享、一致性这些事实的密切关系，他甚
至认为，文明史就是借鉴和贸易的历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莫斯眼中
的文明缺乏特性和形式，莫斯甚至认为，特征和形式的存在时常导致文
明冲突。在莫斯看来，文明除了有借用、共享、一致性的特征，还有接触
的终止、共享的否定、一致性的限制等特征。由于文明也有排他性，因
而，也会形成自己的界线。这些界线的存在，为文明成为整合体系提供
了条件。

作为整合体系的文明，是由大量重要的文明现象合成的，是不同社
会共同组成的超社会的社会。文明或形成于社会之间共享的、使其彼
此息息相通的特征基础之上，或形成于相联系的诸社会经历长时间接
触而获得的共同生活基础之上。无论基于何种基础，这些“超社会体
系”有其形式和区域分布范围。文明的形式是指，“在一定程度上普遍
存在于创建并维持着这种文明的特定社会群体的思想、实践及产物等
具体方面的总和”；“文明的区域是指被视为此文明标志性特征的普遍
现象得以完全传播的地理范围（几乎此领域的所有社会）……也指由共
享构成这一文明遗产的象征、实践和产物的社会所占据的全部地域”
（莫斯，２０１０ｂ：６４）。有其形式和区域分布范围的文明普遍存在，欧亚
大陆有中国文明、印度教文明、天主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等；诸如太平
洋沿岸及岛屿地区也存在“超社会体系”，在那个海阔天空的地理空间
里，无论是食品、用具、建筑，还是语言和种族，在表现出极大多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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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存在着一致的特征。
诸文明之所以都有其区域分布范围，是因为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多

样形式，而这种形式只能在特定文明分布的区域而非其他区域内传播。
也就是说，文明像社会一样，拥有自己的边界和精神。文明区域的界定
依赖于它的形式；反过来说，文明形式的界定是基于其延伸的区域实
现的。

相比于其他作品，《诸文明：其要素与形式》一文更侧重探讨文明的
具体研究。在文章中，莫斯不断强调社会学与民族学传播论相结合的
重要性。在述及文明的区域与形式时，他承认，民族学传播论者已对文
明的这两方面加以重视。莫斯定义的文明区域在德奥系民族学有关文
化圈（Ｋｕｌｔｕｒｋｒｅｉｓｅ）的论述中得到了讨论。此类论述旨在对文明加以
区域化把握，它们选择个别工具、社会组织形式等，将其作为“典型现
象”，从其地理分布的线索，追溯这些事物和制度的传播历史。对这种
方法，莫斯的态度是两面的：一方面，他承认这一方法对于民族学博物
馆陈列工作给予了重要启迪；另一方面，他批评这种方法导致研究上的
以偏概全。他指出，在这种方法下，民族学家所选择并加以集中研究的
个别事物和组织都不见得有代表性，而且，他们从未澄清其选择的所谓
“文明中的主导性特征”与其他特征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莫斯，２０１０ｂ：

６５）。莫斯坚持认为，诸文明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特征基础上的，而不是
只拥有一种特征。文化圈方法的失败之处在于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莫斯，２０１０ｂ：６５－６６）。

文明形式也在文化或文明形态学中得到了重视。但莫斯指出，运
用这种形态学的研究者若不是如民族学家弗洛贝纽斯（Ｌｅｏ　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
那样，错误地将杂糅的文明“还原”为某种原生的单一文化，便是像历史
学家斯宾格勒（Ｏｓｗａｌｄ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那样，因过度依赖历史哲学而易于以
道德为基准，将文明和国家分为强大与弱小、有机与松散之类对立的类
型，从而将文明研究倒退到了过时的“文化宿命论”或“历史使命论”的
叙述之中（莫斯，２０１０ｂ：６６－６７）。

要对文明区域进行合理的描述和界定，便要充分把握文明区域，对
那些将文明要素（或文明现象）关联起来的系统进行历史的和整体的把
握。文化圈方法和形态学方法都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二者单独运用
时却都各自存在严重问题：文化圈方法缺乏形态学的整体考量，形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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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缺乏谱系学的内涵。文化圈研究“不根据其自身历史而是根据假
设的文明史来重构民族的历史”，最终总是会面对臆想历史的风险；而
形态学研究，借助的主要是文化或社会的概念，是脱离语言学和考古学
而独自展开的，它们最终会成为其他学科的“不是太可靠的附注”（莫
斯，２０１０ｂ：６７）。

莫斯相信，文明研究对人文科学总体至关重要，但文明的人文科学
尚待建立。文明的人文科学之基础必须是多学科的。只有多学科综
合，才可能帮助我们识别不同文明的风貌，并对这些风貌进行解析，更
有助于我们避免以单一的主导性特征为条件，将所有的特征综合起来，
考察文明的风貌。这些风貌是由一组文明特质构成的独特形式，这种
独特形式又可以说是文明的类型。要了解这些类型的核心和边缘关
系，确定其起源地，便要绘制特殊现象的分布地图，追踪不同模式和制
度渗透的途径及其传播方式，识别相关的地点、界线、边界、时期等，而
要理解这些类型之传播所抵达的边界，则要追溯传播的命定方向的由
来。传播是文明的首要特征，但文明从不是没有限制地传播着，它们虽
不是由政治、道德和国家意义上的要素构成的，但却类似于国家，有其
特定的地理空间限度。那么，这种地理空间限度的来由为何？社会学
对集体意识的解析显然有助于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在莫斯看来，文明
现象本质上也是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都是集体意识的产物。正是集
体意识的作用，使人们在一个包含多项可能性的系列中做出选择，这类
选择有利于某些文明因素的传入，却不利于其他因素的传播。也就是
说，集体表征、实践和产物，只能在可能和愿意采纳与借用它们的地方
传播。文明的人文科学在其研究中不应只关注文化圈和形态，还应关
注这些圈子和形态形成的社会逻辑，而要对这些社会逻辑加以深究，便
有必要关注与一致性现象相反的现象，如历史中未借用的、拒绝借用的
现象（莫斯，２０１０ｂ：６８－６９）。正是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解
释文明传播的阻力和边界。

至此，莫斯富有创意地将自己对文明、文明形式、文明区域的理解，
与巴斯蒂安“三主题”联系起来了。显而易见，莫斯并没有僵化于“三主
题”的区分。巴斯蒂安的“基本观念”显然对于他理解社会和文明的形
式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有将普遍存在的社会视作“基本观念”的倾向，但
在叙述文明的概念和特质时，他不断在这个“基本观念”与“游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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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寻找联系点，其关于借用和拒绝借用的考察，便集中表现了他的
“折中”。莫斯对于文明区域的论述与巴斯蒂安界定的“地理范围”几乎
完全对应，但他更侧重区域形成的双重动力———交流与封闭。这与他
对“基本观念”和“游移现象”的“折中”有着密切关系。

《诸文明：其要素与形式》一文在以上学术性色彩较浓的解释之后，
进入了其与“文明”一词的普通（流行）含义的互动上来。在这个环节，
莫斯借助流行观念表明，文明有三重含义：首先，文明确实有些像“心
态”，但它属于影响力超出国族疆界的“心态”。比如，当人们说到“法国
文明”时，意味着的东西总是比“法国心态”广一些，它们超出了法国的
疆界而延续到了弗兰德或者说德语的卢森堡。同样，“德国文明”也是
这样，不限于德国，至今仍是波罗的海国家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古希腊
文明、希腊文明（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它的伟大不被人赏识）、拜占庭文明
（和希腊文明一样没得到足够的承认），其物品和思想都远距离传播过，
影响范围涉及众多非希腊民族（莫斯，２０１０ｂ：７０）。

其次，在普通用法上，文明也可以用来指一个群体在心态、习俗、艺
术和科学等方面已取得的成功。这个用法也符合莫斯本人对文明的看
法，因为它含有视文明为传播事实的意思。一个群体在文明上取得的
成就，总会自发传播到另一些群体中去，这就使文明总是处于群体与国
族之间。例如，东方帝国的文明，一般指拜占庭取得的文明成就，既有
“拜占庭文明”中心，也有其外延。又如，“中国文明”主要是在中国疆域
内建立的，但在境外也有广泛影响，因而，将中国境外的相关事实描述
为中国事实也是正确的；在欧洲文明化之前，但凡中国文字、经典、戏
剧、音乐、艺术、礼仪以及生活方式所到之处都可以称为中国文明的事
实。中国文明的地理覆盖面，更包括了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其他国家。
再如，印度文明是由婆罗门教和佛教两个部分组成的，这些广泛影响了
东南亚和东亚，梵语中的“地狱”（ｎａｒａｋａ）一词，在距印度千里的印度尼
西亚，甚至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也使用着。而且，印度教和佛教近
代以来也开始在欧洲传播（莫斯，２０１０ｂ：７０－７１）。

莫斯指出，既然文明是传播的，那么，混合和汇聚便可谓是文明最
突出的特征。为了表明其对文明混合和汇聚的赞赏，莫斯（２０１０ｂ：７１）
充满激情地描绘了吴哥象征的“巫术的熔炉”。

吴哥城巴扬寺有名的雕带（ｆｒｉｅｚｅ）和无数的雕塑扬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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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无数的人像、动物和物体，四层阁楼、各种装饰以及天上
的、象征的、世俗的和航海的人物。是什么让这些伟大的场景
四处传播？不容置疑，整个场景都呈现出印度—高棉的风格。
这是一个已经合成的受精卵，像它的奇异一般壮丽！另外，其
中一种雕带是佛教的，另一种代表印度史诗而非早期梵文，但
也不是毗湿奴和湿婆教。法国学者对于后两者的解释已经开
始被人接受。正是雕带的最广泛运用代表着一个迄今为止都
无法解决的难题。由数千名士兵组成的庞大军队列队而过，
祭司、酋长和王子们都是印度教信徒或表现为印度教风格。
这被认为，但又不确定是否代表着罗摩衍那战争。中尉、军
队、部分装备、武器、行军、服饰、头饰，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一个
遥远的、未知的文明。这些雕像（没理由相信它们被粗略地描
绘；它们甚至已经程式化而承载着艺术和真实的符号）代表着
一个种族，它和现在的种族或任何已知的纯粹种族之间几乎
不存在相似性。最后一系列代表着日常生活和工艺，它们中
的一些已经包含了印度支那的因素。因此，印度支那早在公
元一千年末时就已经成为一个“巫术的熔炉”，即种族和文明
的大熔炉。
在莫斯看来，吴哥这个例子既表明文明的第二特征（传播），又显示

出文明一词的第三层含义，即，文明是道德和宗教事实。一战前，社会
学年鉴派就已在涂尔干的领导下，论证了宗教作为社会内聚力之核心
源泉的“事实”。所谓“道德”，与这类“事实”息息相关。进入“超社会体
系”，莫斯（２０１０ｂ：７１－７２）更重视通过将这类“事实”升华为某种超越
社会的“道德”，为不同社会共同体绵续其共存共生的历史寻求伦理基
础。为此，莫斯特别重视考察作为文明进程的宗教对于跨社会道德形
成的作用。他持续研读宗教史和宗教社会学的成果，并在《社会学年
鉴》上发表了大量的述评。莫斯的社会和文明概念有着心物双重性。
在莫斯自己的计划中，除了物质文化研究外，还有对不同文明精神世界
的研究，因此，在其散落的评论中，我们看到不少比较宗教学的内容，如
亚伯拉罕传说、欧洲民俗、非洲、闪米特、班图、印度、闪米特在非洲、日
耳曼、凯尔特、迁徙、以色列、《旧约》、中国人的丧礼、索罗亚斯特教、蒙
藏神话与佛教、中国人的“魔鬼学”、古希腊、罗马宗教，等等（Ｍａｕ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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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４）。在《诸文明：其要素与形式》一文中，基于既有宗教史研究，莫斯
指出，宗教就是文明。他说，佛教是一种文明，因为它在历史上将印度
支那、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道德和审美生活和谐融合在一起，甚至还将
西藏人、布里亚特人等民族的政治生活纳入在一个体系内。伊斯兰也
是一种文明，因为它能够很好地将一切都包含进忠诚，“从一个细微的
手势到内心最深处”，从伊斯兰王权和领域概念到伊斯兰政治国家。同
样，天主教也曾是一种文明，在欧洲中世纪，教堂和大学只使用拉丁语，
其思想领域充满着“普遍的”共同观念（莫斯，２０１０ｂ：７７－７８）。

五、结语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出现了大量对国族和世界体系的
批判性研究，它们似乎已经澄清了当年困扰着莫斯的那些问题。然而，
莫斯半个世纪前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思考，听起来却仍十分陌生。将
我们的陌生感归咎于莫斯理论的“过时”，必定是轻率的。莫斯在社会
人类学上的建树（尤其是他在《礼物》一书中陈述的交换概念），人们十
分熟知，但他有关文明的这些思考却迟迟没有得到关注。莫斯过世后，
他生前致力于解决的那些问题依旧存在着，更急切地需要得到清醒的
认识。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尊重，莫斯将文明界定为介于社会与世界
之间的体系，努力跳脱在法权（国族）和非整体性的经济体系（世界体
系）之外思考问题，而他的晚辈们却在形形色色新鲜概念的掩盖下，继
续扮演着这些体系的维护者的角色。他们习惯于将文明这个标签贴在
国族化或世界化身上，不能理解缘何莫斯用它来指介于二者之间的现
象、特征、形态和区域。

莫斯在其人生不同阶段所写的三篇有关文明的文章，篇幅长短不
一，形式各有不同，但在内容上却有着突出的连贯性，他所表达的认识
和主张也近于完整。这些认识和主张，不代表莫斯思想的整体面
貌———“莫斯的思想极其丰富，无法完整地表述其中哪一个”（迪蒙，

２００３：１９９），但可谓是其整体思想的某种缩影。
在澄清文明概念时，莫斯的工作目标极其明确———它指向一组近

代以来对人类生活影响至深的观念。这组观念是由那些形塑国族与世
界这个对子的众多概念构成的。让莫斯的工作难度倍增的是，它们跟
他致力于重新定义的文明概念总是纠缠在一起，即使分离了，也藕断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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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在构思他的文明思想时，莫斯必须一面借助这组观念来阐述自己
的看法，一面要想办法逃出这组观念构成的思想牢笼。

关于这些观念，莫斯在《诸文明：其要素与形式》一文的最后部分做
了如下评论：

哲学家和公众将文明理解为“文化”，或者说德国意义上
的“文化”；它是各种手段：在世界上崛起、对财富和舒适有更
高的标准、更强的力量和更多的技术、让人成为市民或国家公
民、建立秩序和组织、施加礼仪和礼貌、使自己有别于他人、培
养和品味艺术。

语言学家则从两种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其出发点和
前者也很相似。一方面，他们讲“语言文明”———拉丁语、英
语、德语等，现在的捷克语、塞尔维亚语等———视文明为一种
教育和传播传统、技术及科学的手段，还有传播大量和古老文
字的手段。另一方面，他们将“文明的”语言与土语、方言以及
小群体和副族、未开化民族的语言，或者在优秀语言水平之下
的农村语言，即那些没被广泛传播因此不文雅的语言（这只是
个可能的但未经证实的推论）对比起来。对于语言学家来讲，
语言的价值、可以传播的性质、传播的力量和能力与所传播的
观念和语言的特质是息息相关的……

……政治家、哲学家、公众，甚至连时事评论员都在谈“文
明”。在民族主义时期，“文明”总是“他们的”文化，属于他们
自己的民族，因为他们总是都忽略了其他民族的文明。在理
性主义、普遍主义及世界主义时期，文明就像伟大的宗教一
般，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既是理性的又是自然的、既是原
因同时又是结果，逐渐在从未被真正怀疑的过程中慢慢涌现
出来。（莫斯，２０１０ｂ：７２）
缘何人们在谈论文明时都运用以上三种（文化、语言、政治话语）

“双重标准”，既将文明的功德归于“我者”，又要表明属于“我者”的文明
是具有世界性的？莫斯（２０１０ｂ：７２－７３）认为，原因如下：

所有这些文明的含义符合了人们在过去一个半世纪所梦
想的政治的理想状态。除了作为神话和集体表征外，这个完
美的本质从未存在过。这种同时兼具的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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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事实上是西欧和美国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独特特
征。有的人会将“文明”视为一个完美的国家形态，就如费希
特的“闭合状态”（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ｄ　ｓｔａｔｅ），它是自治的、自足的，其文
明和文明的语言延伸至这个国家的政治边界。有的国家已经
实现了这个理想，但是有的却还在蓄意追求，比如美国。其他
的作者和演讲家则认为人类文明是抽象的、未来的。“进步中
的”人类在哲学和政治学里都是司空见惯的话题。最终，有人
将两种概念整合在了一起：和大写的“文明”相比，国家的阶
层、国族及相关各种文明都只是历史上的一个阶段。这种文
明自然总是西方的文明。它被拔高到既是人类的普遍理想，
也是人类进步的理性基础；在乐观主义的帮助下，它成为人类
幸福的条件。１９世纪混合着这两种思想，将“西方的”文明变
成了“唯一的”文明。每个国家和每个阶级都在做同样的事
情，这也为无数的借口提供了材料。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认为
生活中的那些新奇事物已经按它们的既定秩序创造了一些新
的东西。
今天的人们之所以不熟悉莫斯的文明图景，乃因他们中有些依旧

沉浸在１８世纪以来人们所梦想的“政治的理想状态”，有些依旧继承了
作为神话和集体表征的“国族文明”，有些采取救赎主义态度，视有限的
“国族文明”为历史负担。他们仍堂吉诃德般地以近代世界的这两个方
面中的一个来斗争另一个。

当然，莫斯揭示的问题远比学界的观念困境更为现实。这些问题
广泛存在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影响着文明生活的现实状况。不能或
拒绝看到文明“山外有山”，或者，只看到自己文明给予世界的贡献，而
不能或拒绝看到其他社会、其他文明存在的必要性和对自身社会的贡
献，是所有问题中最突出者。

一个世纪前，这个问题已引致其他问题，如促发一战的极端国家主
义，又如一战后“一族一国”观念在欧洲的进一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
对文明研究的构想，目标正在于通过人文科学的重新整合，为了现实状
况的改善，复原文明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之原貌。

莫斯勇于承认，他书写出来的文明一样带有启蒙后的流行观念之
两可性，是身处国族（社会）与世界之间的存在。与这些流行观念不同

·１４·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的是，他的文明不是在国族与世界的对立中生成的，相反，它是二者折
中的产物。这种折中可以在流行观念的两可性中找到根据，却有着自
身的诉求。通过文明论述，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涂尔干的“事实”或莫
斯的“现象”）的综合性质加以认识，借总体化的人文科学对学科格式化
了的社会科学加以重新整合，是这种诉求的主要内容。１９世纪以来，
社会科学的国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立缘于国族“集体大人格”与普遍
主义“宗教”的对立，而对立双方各以其“理想状态”界定文明。这就使
社会科学诸学科摇摆于国族化与世界化／全球化之间，自身在本质上虽
也属于“文明现象”，却无法知晓文明的存在。莫斯澄清文明概念，为的
就是对社会科学的这种“不自知”做出反应。

如我在上文中努力复原的，莫斯的文明图景大体有以下几个特征：
（１）包括国族在内的任何社会，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文

化创造，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为其创造而自豪，并生发出对所处社会的认
同。然而，任何社会都不只需要在“我者”之间的共处中生成、绵续和发
展，它们还需要置身于“他者”当中，汲取周遭共同体提供的养分。“我
者”与“他者”在创造上的相互借用、影响和共享关系，共同构成社会与
社会之间的“社会”。这个意义上的“社会”，便是“文明”。

（２）这类“社会之上的社会”，不仅在欧亚大陆存在，也在其他地区
普遍存在，在“原始人”的世界中，亦是如此。这意味着，现代性再怎么
脱离传统性，也不能脱离过去与现在相续的社会性。

（３）莫斯深信，如同社会，文明既包含物质性和精神性因素，也包含
制度和组织因素，而这些因素有着超越社会界线的“本能”，富有流动
性。不能否认，有些因素有较高“惰性”，易于成为社会构成的核心因
素；不过，即使是这些“惰性”因素，往往也会进入流通领域，成为互动关
系的载体和产物，在机遇到来之时得到传播和借鉴。

（４）社会不是一切整合体，在社会整合体之上，还会形成若干规模
较大的“文明体”，其存在有相应的区域性和历史性。首先，文明有区域
性，文明的事实总是在空间上延展，它们也比每个特定社会的政治地理
学疆界宽广得多，它们覆盖了比国家更广的区域。文明的区域即“文明
的标志性特征的普遍现象得以完全传播的地理范围”及“共享构成这一
文明遗产的象征、实践和产物的社会所占据的全部地域”（莫斯，２０１０ｂ：

６４）。其次，“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文明也有历史的基础。但由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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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是单一国家的历史，又因为它总是覆盖绵长的时间，所以可以推
断出这些事实能证明接触应该同时是历史的和地理的。基于它们，总
可能推断出相当数量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在
一定程度上追溯谱系”（莫斯，２０１０ｂ：６２）。

（５）所谓“文明”，在民族学上指不同群体和社会之间借用、共享、相
通的特征，而在社会学上则指与文明因素的分布相适应而形成的“社会
中的社会”。然而，作为被界定的现象，文明在历史和现实中不过是同
一组现象。综合民族学和社会学，引入历史学、考古学和哲学的方法和
见解对这组现象加以认识，可以发现，这组现象有分布上的地理范围
（并非全球化的）。在特定地理范围内，它有着自身的特征，这些特征的
主次格局造就了文明形式。１９世纪中叶起，社会科学围绕国族建设的
需要形成了明确分工，这就使诸学科难以符合文明研究的需要。从这
个意义上讲，莫斯主张从人文科学的综合入手考察文明，也意味着他主
张社会科学通过超越国族界线，进入文明所代指的那个中间领域，从而
改变自身的状况。

（６）作为“超社会的社会”，文明也意指某一类“道德环境”。我们固
然可以将文明有层次地分为物质（包括技术）、制度和组织、精神诸方
面，但应当认识到，在所有这些层次或方面上，都贯穿着某种对社会性
的界定。这些界定，为诸文明体系内部所有意义上的共处提供了解释
和要求，这些解释和要求构成超社会道德生境，为社会与社会的相处提
供了关系伦理。在欧亚大陆，这些关系伦理可表达为世界宗教，在欧亚
之外，可表达在神话、巫术、区域崇拜等领域。不过，必须指出，对莫斯
而言，作为承载超社会关系伦理的文明实非局限于广义的“宗教”，而可
在物质、制度和组织、精神诸方面找到自身的显现。

（７）文明之间并不相互隔绝，相反，在历史与当下的现实中，文明区
域之间的互动频繁而密集，无论是在社会的层次，还是在超社会的层
次，“跨文明互动”发生于技术、故事和观念、贸易、思想、语言、知识、宗
教诸领域，其结果是，“神话、传统、货币、贸易、艺术品、技艺、工具、语
言、词汇、科学知识、文化形式和理念———所有这些都是流动的，相互借
用的”（涂尔干、莫斯，２０１０：３９）。

我们不厌其烦地重申，莫斯的文明图景映衬出在国族与世界之间
做非此即彼选择的社会科学的天然缺陷，展示了人文科学文明研究的

·３４·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可能途径，阐明了此类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真正贴近“事实”的潜在贡献。
如果说《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为社会学开启了文明研究方向，《诸文
明：其要素与形式》为文明的特征、形式和区域之研究做了具体构想，那
么，《国族》一文及其他两篇文章的相关阐述，则阐明了这个方向研究的
重要意义。

然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幅文明图景，也有其深刻的现实针对
性。如果说一战前莫斯和涂尔干论述文明概念针对的是极端国家主
义，那么，一战后莫斯对文明论述的拓展针对的则是欧洲的国族独立运
动与国家关系问题。

梁启超（２００６：８－１０）当年已敏锐地指出，这些问题实质上是某种
国际生活的“隐患”，具体表现为：

当战争中，大家总希望平和［和平］以后万事复原。还有
一种所谓永远平和的理想，多少人想望不尽。如今战事停了，
兵是撤了，合约是签了，元气恢复，却是遥遥无期。永远的平
和，更没有一个人能彀保险。试就国家上情形而论，各民族情
感上的仇恨愈结愈深。德国虽然目前是一败涂地，但是他们
民族种种优点，确为全世界公认。说他就从此沉沦下去，决无
道理。现在改为共和，全国结合益加巩固，在四面楚歌之中不
能不拼命的辟出一条生路。将来怎样的变迁迸发，没有人知
道。所以法国人提心吊胆，好像复仇战祸刻刻临头。不然，何
必求英美特别盟约，靠他做保镖呢？因战事结果，欧洲东南一
带，产出许多新建的小国。从前巴尔干小国分立实为世界乱
源；如今却把巴尔干的形式更加放大了。各小国相互间的利
害太复杂，时时刻刻可以反目，又实力未充，不能不各求外援，
强国就可以操纵期间。此等现象为过去战祸之媒，战后不惟
没法矫正，反有些变本加厉。从民族自决上来看，虽然是一种
进步，但就欧洲自身国际关系情况而论，恐怕不算吉祥善事
哩。各国对于俄国过激派，一面憎之如蛇，一面畏之如虎。协
约国联军帮着非过激派四面兜截，把维尔纳会议后神圣同盟
各国对付法国革命那篇文章照样抄一遍，过激派的命运能有
多久虽不敢知，然而非过激派的首领不能统治全俄是稍有常
识的人都能判断的。协约国这种心理、这种举动，不但于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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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局丝毫无效，恐怕不免替欧洲更种一乱源罢。国际联盟一
事，当去冬今春之交，气象如火如荼，我们对于他的前途，实抱
无限希望。后来经过和会上几个月的蜕变，几乎割裂得不成
片段。就中威尔逊的根本精神，原欲废止秘密外交，打破欧洲
合纵连横的系统，其实此事何尝做得到。不惟做不到，美国自
身先已和别人合纵起来了。而且就法国方面看来，分明有个
国际联盟做平和保障，却兀自信心不过，必要从盟友里头拉出
两个来保自己的镖。即此一端，那国际联盟的效力也就可以
想见了。
法德交恶、“一族一国”观念导致的小国林立、苏维埃与保守派的对

立、国际联盟的内在缺陷，导致欧洲未来“令人惊心动魄”的不确定性。
此类矛盾在莫斯展开文明论述之时悄然激化着。莫斯在冲突与互惠、
国族与国际、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分立与结盟种种对分之间展开其中
庸主义论述。从这些论述来看，引起他担忧的问题与来自远东的梁启
超所提到的基本一致。

不幸的是，莫斯借助文明论述所表露出来的那些带有预见性的判
断，从其完成《诸文明》一文后，便渐渐一件一件地成为现实了。

莫斯因经历二战而丧失学术研究能力（自１９３９年，他便几乎完全
停止了书写），因过早辞世而没有机会观察到，二战后“一族一国”观念
随着联合国的建立而传播到世界各地，使多数殖民地和“部落”独立为
国家（Ｇｅｅｒｔｚ，１９６３），许多古老帝国自我“贬低”为国族，几乎只剩“超级
大国”采取联邦或邦联形式保持其“超国族格局”。莫斯生前致力于在
“过激派”与“非过激派”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但他的努力在矛盾愈
演愈烈的２０世纪下半叶，却没有真正得到后人的理解和接续；他对结
盟展开的思考，本可为“有限国际联盟”提供不可多得的参考，但现实政
治生活的世界格局并没有沿着这条路行进。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尽
管所谓“文明冲突”的格局已显现端倪（亨廷顿，１９９８），但国族化与世界
化的对分持续使这个格局更加复杂化，它们两相结合，制造着各种
问题。

然而，正是所有这一切遗憾，使莫斯的思想持续保持着新意。与他
的其他作品一样，莫斯三篇关于文明的文章并没有穷尽其所知，也并不
系统，一些地方甚至稍嫌凌乱和模糊，但这些论述开创了一系列建树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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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学术研究。其中，莫斯的学生们完成的古希腊、古中国、印欧文明
研究，都堪称杰出。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引领下，法国社会人类学领域
在战后出现了一条向“未开化民族的宗教”回归的路线，坚持这条路线
的学者，出于对现代／文明世界与非现代／未开化世界二元对立观的警
惕，大多放弃了莫斯的文明概念，但却持续得到莫斯思想的启迪，并因
而长期关注联系不同社会共同体的关系领域。在历史学领域，区域中
心的世界体系之研究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现了文
明史的转向（布罗代尔，２００３）。

莫斯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思想是基于他对英联邦和北美民族志成果
的创造性借鉴形成的。之后，这一思想又与德国民族学和历史学产生
相当密切的对话关系。２０世纪学科史研究表明，尽管出自法语，但莫
斯的思想可谓是对“英语人类学”的某种礼物回馈，直到当下，仍旧对后
者起着激发思想的作用（Ｊａｍｅｓ，１９９８）。

莫斯如此超前，他不仅早一般学人半个多世纪反思了国族“传统的
发明”（Ｈｏｂｓｂａｗｍ　ａｎｄ　Ｒａｎｇｅｒ，１９８３），而且，几乎是在所有方面，都为
后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启迪。莫斯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与他对于所处时
代的“自觉”有着密切关系。

莫斯生活的“大时代”正是１９世纪中后期到二战结束这个时段。
其间，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建立在三条明确的分界线基础之上，这些分
界线包括：（１）在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和以探讨普遍规律为宗
旨的社会科学）与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和东方学）之间存在的分
界线；（２）贯穿于现代世界研究的过去（历史学）与现在（注重研究普遍
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的分界线；（３）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
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
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华勒斯坦等，１９９７：３９－４０）。不
少学者相信，只是到了二战后，这些分界线才在美国主导的区域研究中
渐渐得到消除（华勒斯坦等，１９９７：４０－５２）。事实上，莫斯在一战前后
针对极端国家主义发表的言论及其文明研究，早已为社会科学研究者
跨越这些分界线提供了思想条件。

莫斯关注文明现象，穿梭在古今之间，为了廓清文明的要素与形
式，他对历史学、社会科学、人类学、东方学进行了广泛的综合，破除了
过去—现在的二分历史观；从礼物交换切入“总体社会事实”，莫斯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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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非整体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边界；莫斯对社会科学的
“社会”给予了重新界定，使之在趋近于网络状的关系体之同时，渐渐脱
离与国族对应、直接面对“世界”的僵化共同体意象。这就必然使莫斯
有可能在文明研究中预见区域研究所意味的所有含义，并超出于这些。

如果说区域研究意味着社会科学应与历史学更紧密地结盟，对在
文化、历史、语言等方面具有一定一致性的地区展开综合研究，那么，莫
斯所展望的文明研究早就是区域研究了。

莫斯倾向于用文明来界定超社会、超国族的“地区”（他并不否认这
些“地区”有的与帝国的疆域有着对应关系）。当下赋予地区以文明的
界定，难以被理解，更谈不上被接受，原因兴许在于，学者们依旧没有从
其先辈在科学与人文、理性与情感之间划出清晰分界线的制约中解脱
出来。

对于科学认识而言，保持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的距离，兴许是必
要的（莫斯的传人和批评者、结构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即如此主
张），但是，距离的持续存在所导致的后果却在社会科学家的预料之外。
由于距离的存在，由于地区不再是文明，区域研究中的“区域”成为没有
自己的理性、缺乏灵性和精神的“对象”，它们等待被社会科学主体来加
以研究，而这些主体为了研究，或者说，为了在一个等待秩序化的世界
中代表理性、灵性和精神，就必须与情感和道德判断保持足够的距离。
在主客二分的世界格局之下，区域研究悄然恢复着西学的“唯一文明”
身份。

人类学再次成为实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受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
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批美国人类学家试图代表西方人类学对自身的历
史进行全面清算，并以此为基础展望这门学科的未来（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ｕｓ，１９８６）。他们有的用跨文化对话来描绘田野工作的本质，为了
使自身的“表述”获得良知而致力于使人类学叙述成为“多重声音”的描
述；有的用世界化的阶级秩序来揭示传统人类学与其被研究者的关系，
试图使这门学科更有意识地规避知识的支配性；有的用艺术来界定学
术，将民族志重新想象为发挥“土著智慧”、部分解决西方理性之困境的
方法。这批学者正是在区域研究时代到来之后成长起来的，但他们在
追寻知识良知的同时，却把以追寻“地方性知识”（Ｇｅｅｒｔｚ，１９８３）为己任
的人类学改造成对西方世界体系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在“尊重他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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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否定“他者”在世界化时代持续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这种做法不是没有得到学界内部的批判性回应，但遗憾的是，即使

是回应也几乎命定式地复制了被批判者的思维结构。比如，在英国人
类学界，针对美国式的后现代人类学，出现了一种区域主义的“声音”，
这个“声音”重申了民族志的“地方化策略”主张（Ｆａｒｄｏｎ，１９９０）。在发
出这种声音的学者看来，民族志不仅是跨文化的对话过程及其描绘，而
且也是民族志作者与其他民族志作者相互之间关系的表现。这类关系
确实包含民族志作者与其被研究地区之间的自我与他者关系在内，但
“他者”（被研究地区）是多样的，民族志作者在不同区域面对不同的“他
者”，不能一以概之。民族志与民族志之间的对话，可以理解为特定学
术区内不同观点的交锋，也可以理解为从不同学术区提出的观点之间
的对话，这些对话乃至交锋对于人类学概念的提出、否定和再提出有着
关键作用。

在推进“地方化策略”的过程中，向来坚守经验主义传统的英国人类
学家提出了“民族志区域”（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ｓ）的概念，用以描述人类学
知识的地理分布。他们还依照被研究社会生活方式之突出特征，将澳大
利亚和北极圈边缘、非洲与美拉尼西亚、亚洲分别纳入狩猎—采集社会、
分支裂变社会和大小传统并存的文明社会这些“大类”中。

所谓“民族志区域”意味着，人类学家都是区域研究专长不同的学
者，其理论认识与其所在区域长期形成的“范式”密切相关，而这些“范
式”可以说是人类学家话语共同体的基本内容，是人类学家学术交往的
圈子。这个概念也意味着，构成诸人类学理论的诸观念来自不同区域，
比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跨越式现代化的看法，多半来自狩猎—采集
社会，关于交换的看法多半来自美拉尼西亚，关于分与合关系的看法多
半来自非洲，关于等级及整体与局部关系的看法多半来自欧亚大陆。

这批英国人类学家早已放弃“文明”一词，坚信这个词汇浓缩地代
表着１９世纪先辈们所犯的所有错误。于是，这批学者同时否定了自己
的和“他者”的文明，他们一面将不同“民族志区域”解释成“人类学理
论”的来源地，一面将解释局限于人类学家的人文与概念圈子（“范
式”）。然而，这些“范式”是否也是在民族志所在的“对象区域”土壤上
成长起来的？在表明“‘他者’（被研究地区）是多样的”这个观点时，这
批人类学家已承认，被研究地区必然有莫斯描绘的那些特征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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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民族志区域”的提出者不敢直面“文明”一词，因此，他们并
没有给予“民族志区域”某种真正经验的界定。其结果是，其先辈在研
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划出的过于截然二分的界线，照样让这些有建树
的人类学家在尊重“他者”中保持着西学的“唯一文明”身份。

莫斯早已指出，通过混合国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两种思想，１９世纪
西方误以为自己将变成世界的“唯一文明”。否定被研究区域的文明属
性，也包括否定西方是一种文明，因而，似乎不存在这种“唯一文明”的
意思。然而，区域研究那种否定地区文明属性的做法，却必然导致这类
研究的倡导方凌驾于被研究区域之上，这一结局可谓是西方中心的“唯
一文明”的一种变体。

在亨廷顿（１９９８）“文明冲突论”这个例外中，诸文明似乎恢复了它
们原有的身份，其灵性、精神、情感和道德判断上的含义重新得到确
认。９然而，作为西方区域战略问题专家，亨廷顿依旧以西方的“唯一文
明”的实现来畅想世界秩序的未来，因而，也依旧将其他正在复兴的文
明视作对于这一秩序的威胁（“冲突”就是指这种威胁）。

９．亨廷顿也得出了文明是实体的结论。他得出这个结论，不是偶然的。亨廷顿受到了布罗代
尔文明史论述的深刻影响，而这一论述与涂尔干、莫斯早在１９１３年就发表的《关于“文明”概
念的札记》有着直接关系。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第二章，罗列了大
量对他有启发的前辈文明研究者的名字，包括经典社会理论家如韦伯和涂尔干，世界史学家
如汤恩比、布罗代尔和华勒斯坦，也提及了涂尔干和莫斯的《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一文（亨
廷顿，１９９８：２５）。

莫斯用文明来界定区域，致力于指出，被我们研究的地区存在着文
明所带有的所有含义，包括这些地区的创造，自豪感，自我认同，处理与
“他者”关系的“为人之道”，借鉴与拒绝借鉴的辩证法，传统的守护与复
兴，以及所有这些构成的超社会的道德生境。要理解诸文明，先要理解
其区域存在的伦理理由，避免一味“推己及人”，以“我者”的文明推衍其
他文明的“社会心理”。

在预见了区域研究之同时，莫斯也预见了２０世纪后期学界所谓的
“全球化”现象，并对它保持警惕。在他看来，“唯一文明，除了较为进步
外，不一定就带来好处和幸福”，而我们也并不能确定，这种文明是否真
的在诞生。尽管文明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而密集，但文明唯一化并
未成为现实，迄今为止，文明一直是多元的。我们的时代也持续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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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进，“国家没有消失，有的甚至还没建立，但一个国际性的事实和观
念是新型资本主义正在崛起”；“我们不知道发展会不会将文明的一些
要素———我们已经在化学和航空领域里看到的改变———变为国家暴力
因素，或者可能更坏的民族骄傲”（莫斯，２０１０ｂ：７３）。随着国家和文明
的继续存在，它们所共享的特征的数量也会增加，每个特征似乎正在和
其他特征越来越相似，而科技的传播正在使不同文明共享类似的生产
生活方式。然而，矛盾的是，科技文明的发源地却也正在从原始艺术之
类的领域引入创新的动力。这些矛盾现象的存在表明，文明的历史会
走向方向未知的道路。

对莫斯而言，如果说存在某些可欲的“唯一文明”版本，那么，其中
一种便是所有文明成果构成的“共同储备”（ｃｏｍｍｏｎ　ｆｕｎｄ）这个意义上
的“唯一文明”。文明的“共同储备”不是标准化、同一化的，一方面，它
意味着，“如果承载它们的民族不珍视和发展它们，这些文明便什么也
不是”；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文明的优秀特质都将成为越来越多社
会群体的共同财产”（莫斯，２０１０ｂ：７４）。

不是说莫斯没有给我们留下进一步思考的余地。在他那段使吴哥
文明之杂糅景象跃然纸上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一个规模算不上大的典
型王权社会，不是凭靠集体大人格的内在一体化（社会的整合与个体
化），而是凭靠方式各异的兼容并蓄创造了自身文明的形态，使自身社
会成为既环节丛生又浑然一体的系统。可以说，就事实而论，没有一个
社会、没有一个国族不是内在地跨文明的，更不用说诸文明了。莫斯列
举的那些文明区域固然有着自身的特征、形式及边界，但由于它们的共
同气质在于生机勃勃，因而，即便它们的一些因素在历史上频繁遭到急
于区别于其他社会的社会之排拒，但事实上它们已生根于彼此之中，使
一个文明总是含有另一些文明的因素（王铭铭，２０１５：４１８－４２６；Ｗａｎｇ，

２０１７）。莫斯本来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由于生活在政邦哲学高度发达
的文明中，在这个可能的结论面前，他徘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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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马塞尔．２０１０ｂ．诸文明：其要素与形式［Ｇ］／／论技术、技艺与文明．马塞尔·莫
斯、爱弥尔·涂尔干、亨利·于贝尔，著．纳丹·施郎格，编选．蒙养山人，译．罗
杨，审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５８－７４．

莫斯，马塞尔．２０１０ｃ．莫斯学术自述［Ｇ］／／中国人类学评论（第１５辑）．罗杨，译．赵丙
祥，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６６－７７．

莫斯，马塞尔．２０１３．论祈祷［Ｍ］．蒙养山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莫斯，马塞尔．２０１４．社会学与人类学［Ｍ］．佘碧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莫斯，马塞尔、昂利·于贝尔．２００７．巫术的一般理论·献祭的性质与功能［Ｍ］．杨渝

东、梁永佳、赵丙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莫斯，马塞尔、爱弥尔·涂尔干、亨利·于贝尔．２０１０．论技术、技艺与文明［Ｍ］．纳丹·施

郎格，编选．蒙养山人，译．罗杨，审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莫斯，马塞尔、亨利·伯夏．２０１４．论爱斯基摩人社会的季节性变化：社会形态学研究

［Ｇ］／／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４２１－４９７．
渠敬东．２０１４．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尔干对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新构建［Ｊ］．社会

学研究（４）：１１０－１３１．
萨林斯，马歇尔．２００９．整体即部分：秩序与变迁的跨文化政治［Ｇ］／／中国人类学评论（第
９辑）．刘永华，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１２９－１３９．

施郎格，纳丹．２０１０．导论：技术之承载：马塞尔·莫斯和法国社会科学的技艺研究［Ｇ］／／
论技术、技艺与文明．马塞尔·莫斯、爱弥尔·涂尔干、亨利·于贝尔，著．纳丹·施
郎格，编选．蒙养山人，译．罗杨，审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１－３１．

涂尔干，爱弥尔．１９９９．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Ｍ］．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涂尔干，爱弥尔．２０００．社会分工论［Ｍ］．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涂尔干，爱弥尔．２００６．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Ｍ］．渠东、傅德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涂尔干，爱弥尔、马塞尔·莫斯．２０００．原始分类［Ｍ］．汲喆，译．渠东，校．上海人民

出版社．
涂尔干，爱弥尔、马塞尔·莫斯．２０１０．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Ｇ］／／论技术、技艺与文

明．马塞尔·莫斯、爱弥尔·涂尔干、亨利·于贝尔，著．纳丹·施郎格，编选．蒙
养山人，译．罗杨，审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３６－４０．

王铭铭．２０１１．人类学讲义稿［Ｍ］．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王铭铭．２０１５．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韦伯，马克斯．２００４．韦伯作品集Ｖ：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Ｍ］．康乐、简惠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伯，马克斯．２００５ａ．韦伯作品集ＶＩＩＩ：宗教社会学［Ｍ］．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伯，马克斯．２００５ｂ．韦伯作品集 Ｘ：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Ｍ］．康乐、简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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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伯，马克斯．２００７ａ．韦伯作品集 ＸＩ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Ｍ］．康乐、简美惠，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伯，马克斯．２００７ｂ．韦伯作品集ＸＩ：古犹太教［Ｍ］．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
威廉斯，雷蒙．２００５．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Ｍ］．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沃尔夫，埃里克．２００６．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Ｍ］．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
杨堃．１９９７．社会学与民俗学［Ｍ］．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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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Ａ　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ｔｅ，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Ｗｅｎｄｙ　Ｊ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Ｎ．Ｊ．Ａｌｌｅｎ．Ｏｘｆｏｒｄ：
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ｓ：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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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ｂｅｒ，Ｍａｘ．２０１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ｂｙ　Ｒ．Ｉ．Ｆｒａｎｋ．Ｌｏｎｄｏｎ：
Ｖｅｒｓｏ．

Ｗｅｎｇｒｏｗ，Ｄａｖｉｄ．２０１０．Ｗ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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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